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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探討儀式型行為（ritual behaviors）對於行為表現的研究大多屬於社會學或運

動心理學的範疇，直至近十年社會心理學透過實驗法開始進行量化的研究。儀式

型行為能提升作業表現不僅限於運動場域中，近期的心理學研究也發現其有助於

調節個體的情緒及測驗表現。雖然儀式型行為能帶來益處已是研究者的共識，但

其運作的相關心理機制仍有待釐清，所採用的研究設計也尚未有一致的看法。本

研究則認為儀式型行為會造成知體現化效果，使得個體進入一個蓄勢待發

（readiness）的心理狀態，進而提升個體在目標作業上的表現。在前測中我們首

先檢測過去實驗設計中所使用的不同種類的控制組，亦即隨機行為組與等待組，

並挑選合適的組別作為正式研究的控制組。52 位參與者被隨機分派至兩組進行

操弄並比較兩組在中介變項上的得分，最後選擇隨機行為組做為正式研究之控制

組。正式研究則有 111 位參與者參與研究，隨機分派至儀式型行為組、想像組、

感知控制組，或隨機行為組來檢驗從事儀式型行為是否能引發參與者的蓄勢待發

狀態，進而提升數學測驗的表現。研究結果大致符合預期，從事儀式型行為的參

與者不僅在蓄勢待發感受和感知控制感之得分明顯較其他組別高，同時在數學作

業的表現也明顯較其他各組好；最後中介分析的結果則進一步顯示，蓄勢待發狀

態確實部分中介了儀式型行為對於個體在數學上的表現，而感知控制感則非一個

有效的中介變項。 

 

 

關鍵字：儀式型行為、認知體現化、感知控制感、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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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of the early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ritual behaviors on behavioral 

performance has been in the scope of sociology or sports psychology, and until recent 

years it is investigated experimentally by social psychologists. In addition to improving 

athletic performance, recen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enacting ritual behaviors not only 

helps regulate emotions, but also enhance task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ritual behaviors remains unclear.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d that enacting ritual behaviors can induce embodiment effect, which makes 

individuals enter a state of readiness, and therefore improve performances.   

  

In the pilot study, we tested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ontrol groups used in previous 

research, namely the random behavior group and the waiting group, and selected one 

of them as the control group. 52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se two 

groups and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random behavior group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control group. In the main study, 111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ritual 

behavior group, the imaginary group, the perceived control group, or the random 

behavior group to evaluate whether engaging in ritual behaviors could induce the 

participants' state of “readiness”, which in turn improved performance on math. The 

result showed that participant who enacted ritual behaviors not only got higher scores 

on state of “readiness” and perceived control, but performed better on the math test than 

those in other groups. The results of the mediation analysis further showed that the state 

of readiness did partially medi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ritual behavior on the math 

performance, while the perceived control was not an effective mediating variable. 

 

   

 

 

Keyword: ritual behavior, perceived control, state of readiness, embodiment, sport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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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在電影乒乓球的夏天（Ping Pong Summer; Tully, 2014）中，乒乓球教練除了

訓練學徒打球技巧外，她還告訴學徒在球場上除了球技重要外，另一件專業運動

員都會做的事是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打球儀式，而這個儀式的目的在於提醒自己

每一個球局都是一個新的開始，重整自己的生理、心理與情緒。果然在最後學徒

打敗了對手，贏得了那個暑假的榮耀。 

綜觀現代球壇上的運動員，儀式型行為並不足為奇。例如網球好手小威廉斯

（Serena Williams）在發球前都會先將網球擊地板三下，或美國職籃選手史提芬．

奈許（Steve Nash）在罰球前會先做投籃動作兩下，接著舔一下自己的手指。這

些看似對打球毫無幫助的行為，在運動心理學範疇稱為例行化動作（Pre-

Performance Routine, PPR），已是一個近四十年的研究課題。然而，過去的研究

多專注於運動領域中（Cohn, 1990; Crews & Boutcher, 1986b），鮮少討論運動領

域外的儀式型行為；若有，也僅見於人類學與宗教學科中，且多為透過質性的方

式記錄不同文化脈絡下的儀式型行為，以文化和宗教的角度探索儀式型行為對於

該文化庶民的影響，而鮮少將此種行為聚焦於對個體的影響以及其心理機制

（Hobson, Schroeder, Risen, Xygalatas, & Inzlicht, 2018; Sax, Quack, & Weinhold, 

2010）。雖然質性研究為我們揭開不同文化下儀式型行為的神祕面紗，使我們了

解不同儀式型行為對於當地文化的重要性與意義，但由於過去的研究缺乏透過嚴

謹的實驗法針對儀式型行為效果進行探究，綜觀近三十年的相關研究依然無法對

儀式型行為的影響及作用機制有一明確的答案。直至最近十年社會心理學界才開

始專注儀式型行為的相關議題，逐漸地使儀式型行為從運動與宗教文化的領域脫

鉤，擴大了儀式型行為的研究範疇，更透過實驗法回答了過去無法回答的問題。 

雖然近四十年來已經有許多運動心理學者針對儀式型行為進行研究，但這些

研究專注於運動場上的儀式型行為，鮮少有針對庶民生活中儀式型行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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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近十年社會心理學才開始對此議題有所著墨，因此本章第一節將回顧近十年

對於生活中儀式型行為的社會心理學研究。 

第一節 儀式型行為 

一、儀式型行為的定義 

儀式型行為的範疇相當龐雜，從古代部落的祈雨舞、傳統的結婚儀式、現代

球場上的運球行為、乃至學生考前所做的「幸運動作」。過去有學者將此種行為

粗略定義為一套既定（prescribed）而須透過身體動作體現的（embodied）的精簡

（condensed）行為（Grimes, 2014）。由於該定義所涵蓋的行為太多，我們依據

其規模將該行為粗略區分成兩類。第一類為團體中的儀式行為。這類的儀式型行

為鑲嵌於文化、宗教、國家地區等具有地方色彩及特殊意義的脈絡中，具有傳遞

意義的功能。例如婚禮中喝交杯酒的儀式便象徵夫妻雙方合而為一。談及儀式行

為時，一般人聯想到的行為多歸於這一類，也多為人類學或宗教學的研究對象。

然而，並非所有的儀式型行為皆具有文化或宗教內涵：另一類則是屬於個人、抽

離文化框架的儀式行為。這類的儀式型行為通常由個體自己創造出來，而非從社

會中學習而來。最常見的例子莫過於運動員在從事某種高壓的表現前，常表現出

一些怪異的行為，例如籃球員在罰球之前會先運球三次、嘆一口氣、在空中模擬

一次投籃的動作後，才將球投出。本研究將聚焦於此種脫離文化框架的儀式型行

為，為了是能夠更純粹地探究儀式型行為、以心理學的角度了解從事這類較屬於

個人的儀式型行為對於行為者本人的影響，並進一步探索其影響的心理機制為何。 

爬梳近十年有關儀式型行為的實徵研究，目前社會心理學家對於此種抽離文

化框架的儀式型行為的定義大致有了初步的共識（Brooks et al., 2016; Hobson et 

al., 2018; Norton & Gino, 2014; Tian et al., 2018）。儀式型行為的定義有三：第一，

儀式行為是一組死板、制式化、具重複性之動作；它是由許多具有順序性、不容

變動的動作所組成。第二，儀式型行為對於目標缺乏工具性的價值，例如考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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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進行轉筆三次這個動作對於提升分數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因此將此動作

視為一種缺乏工具性價值的行為。第三，這些行為對於行為者是具有象徵性、主

觀的意義，例如轉筆三下對旁觀者而言無法言喻其作用，但對於行為者來說這是

在考前必須進行的動作、對他們具有特殊的意義，因此他們必須堅守儀式的步驟

與規則，否則將影響其考試表現。 

這裡值得一提的部分是，雖然本文著重於研究抽離文化框架的儀式型行為，

但鑲嵌於文化或宗教脈絡下的儀式型行為也可能滿足此定義。舉例而言，台灣考

生為了考試上得高分，常會於大考前向文昌帝君祈求保佑。該膜拜儀式按照步驟

為將供品放於供桌、點香、心中默念祈求事項、插香、物品過爐火繞三圈、鞠躬

離開。若對照上述三個儀式型行為的定義，該祈求考運的儀式確實符合動作必須

依照一定順序且具有重複性、缺乏工具性價值、對於考生具有象徵性的意義，唯

最後一項定義中的意義實際上是考生透過社會學習所得知，具有宗教色彩的意義。

因此，雖然本文所關注的為個人的儀式型行為，但研究之結果仍可以解釋部分鑲

嵌於文化脈絡的儀式型行為對於個體之影響。 

有別於過去運動心理學者常以運動場上真實的儀式型行為作為研究目標，例

如他們會從奧利匹克運動會中記錄從事儀式型行為與未從事該行為在運動表現

上的差別（Gould, Eklund, & Jackson, 1992），社會心理學家選擇透過實驗室的研

究法，透過捏造一套符合上述儀式型行為定義、並與目標作業無關的類儀式型動

作進行實驗的操弄，最後測量參與者在目標作業上的表現。然而，有些學者對於

這種研究方法進行批判，認為實驗者所捏造的儀式型行為雖然符合定義的前兩項，

但該行為對參與者而言可能無法產生主觀意義。針對批評，Tian 等人（2018）發

現當請參與者做出滿足前兩項之行為時，就算不與他們明講此行為是儀式行為，

他們會自動判定此行為是一種儀式行為，同時自評該行為是具有意義的。 

奠基於此典範，近十年來的研究結果大多支持儀式型行為確實能提升目標作

業表現；而其作用大概能分成三類：調節情緒、提升表現、提升團體連結（Hob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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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8）。但基於本研究專注於儀式型行為對個體的影響，因此接下來的回

顧僅針對前兩項進行討論。 

二、儀式型行為的功能 

調節情緒 

喪禮在不同文化有著不同的儀式型行為，其中有些行為對行為者而言意義不

明，僅是依循著傳統而做（Lobar, Youngblut, & Brooten, 2006）。然而近期的研

究發現透過儀式型行為能降低失去事件（loss event）帶來的悲傷情緒（grief），

且此效果不會被行為者意識到（Norton & Gino, 2014）。此外，在進行高焦慮事

件如數學測驗前若進行儀式型行為，則能降低行為者的焦慮感（Brooks et al., 

2016）；甚至當參與者被告知即將發表一個公開演說時，透過綁在他們手上的記

錄行動儀器發現，參與者會不自覺地做出重複、有規律的行為，而此行為和儀式

型行為頗為類似（Lang, Kratky, Shaver, Jerotijevic, & Xygalatas, 2015）。相同的

效果也發現於實驗室之外，例如強迫症患者也會透過重複性、死板的類儀式型行

為降低焦慮感（Reuven-Magril, Dar, & Liberman, 2008）。因此，雖然生活中很多

場合人們只是依循著傳統做出儀式型行為，並不了解其背後的文化意義，然而綜

觀上述研究，在無意識狀態下，這些行為幫助我們撫平了失去親人的悲痛、減緩

對於考試或比賽前的焦慮，安定了我們的內心。 

提升表現 

儀式型行為對於行為者表現的提升是一種大眾的錯誤認知，抑或是真實存在，

目前學者已經有了初步的共識：儀式型行為提升表現是具有研究的支持的（Cohn, 

1990; Hobson et al., 2018）。相較在籃球罰球前不能從事儀式型行為，從事儀式

型行為的球員在罰球命中率上確實較高（Gayton, Cielinski, Francis-Keniston, & 

Hearns, 1989）。相關研究也發現儀式型行為能夠提升高爾夫選手的揮桿技術

（Crews & Boutcher, 1986a, 1986b）、奧林匹克摔角手的表現（Gould et al.,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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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升的程度可能與選手是否為專家、目標作業是否引發生理激發（physical 

arousal）有關。近期的實驗法研究也發現儀式型行為對於日常生活中的表現也具

有提升的效果，例如提升數學測驗成績及歌唱表現（Brooks et al., 2016）、使巧

克力嘗起來更加美味（Vohs, Wang, Gino, & Norton, 2013），甚至對於節食也有

幫助。Tian 等人（2018）在研究三中招募了有節食目標的參與者，並告知他們在

接下來的研究中將在健康食物與巧克力棒中選擇想吃的食物，並於電腦上呈現兩

者的圖片以及它們營養成分。參與者進行選擇前，實驗者會根據他們所分配到的

組別進行儀式型行為的操弄。分配到儀式型行為組的參與者被告知要進行一套儀

式型行為：他們需要依順序完成一組包含七個動作的行為兩次；分配到隨機行為

組參與者同樣需完成包含七個動作的行為，不過與儀式型行為組不同之處在於他

們需完成兩組不同動作的行為；分配到控制組的參與者則是不從事任何動作，直

接對食物作選擇。完成儀式型行為操弄後，參與者對食物作出選擇，並測量其可

能的中介變項，即填答四題有關自律（self-discipline）的題目，並在最後進行儀

式型行為的四題操弄檢核，分別是動作是否像儀式行為、動作重複的程度、動作

固定的程度、動作具有意義的程度。結果發現當參與者經歷儀式型行為後，相較

於隨機動作組或控制組，他們明顯傾向於選擇健康食物，並透過迴歸分析發現自

律為中介變項。 

透過類似的典範，Brooks 等人（2016）首先告知參與者他們將完成一份數學

測驗，然而在進行測驗之前，被分配到儀式行為組的參與者需先完成一組儀式型

行為，而被分配到控制組的參與者則只需要等待一段時間，不必做任何行為。經

過儀式型行為的操弄後，參與者進行一個簡短的數學測驗。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

控制組，從事儀式型行為的參與者的測驗正確率較高。 

雖然目前研究多支持儀式型行為能為行為者帶來諸多正向影響，但其心理機

制為何仍無一個定論，以下接著介紹目前學者對於儀式型行為心理機制的想法與

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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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儀式型行為的心理機制 

學者對於儀式型行為產生調節情緒與提升表現的心理機制，目前有個四個假

設（Hobson et al., 2018; Sax et al., 2010）。第一是由於儀式型行為是一種嚴謹、

不可變動的一系列動作，因此行為者必須將注意力從目標作業上轉移至儀式型行

為，降低了對目標作業的專注，使他們對於作業的焦慮感降低（Brooks et al., 2016; 

Van Dillen & Koole, 2007）。然而，這個假設因受限於注意力測量工具的限制，

目前尚未受到證實。同時，學者對於注意力如何提升表現也有所分歧。有些學者

認為從事儀式型行為能抓住行為者的注意力，而此種高度注意力的狀態會延續至

接下來的作業中，使他們更專注於目標作業上（van der Hart, 1982），並排除與

該作業無關、使人分心的訊息（Gould & Udry, 1994）；另一些學者認為應將儀式

型行為視為一種分心作業，使行為者從目標作業的反芻中脫離(Van Dillen & 

Koole, 2007）。儘管學者對於其作用途徑的意見不盡相同，高度注意力的狀態仍

是可能的儀式型行為機制之一，本研究也將嘗試透過實驗設計試圖檢驗注意力做

為一中介變項之可能性 

第二個心理機制是基於儀式型行為為一種不容任何差錯的行為，因此當行為

者透過審視自己完成一個嚴謹的行為時，會認為自己有持續堅守行為的步驟，進

而認為自己是自律、對環境具有控制力的，因此提升了感知控制感（perceived 

control）（Hobson et al., 2018; Tian et al., 2018）。Malinowski（1948）在針對特

羅布里恩（Trobriand）島民的民族誌上便注意到了這點。他發現當地的漁民在即

將進入一個危險的海域捕魚時，會進行一段儀式型行為；然而進入一個平靜的海

域時便不會進行此行為。他推測漁民透過儀式型行為強化了感知控制感，增加對

於外在環境的可控性，進而平復自身對於危險海域的恐懼或焦慮。這個假設也受

到了研究的支持：完成儀式型行為的研究參與者，相較於未完成者，在自評的感

知控制感上顯著地較高，進而更傾向選擇健康食物（Tian et al., 2018），或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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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悲傷感（Norton & Gino, 2014）。強迫症患者的自評也支持了這個假設

（Reuven-Magril et al., 2008）。 

第三個可能的機制是行為者認為儀式行為本身能產生有益、正向的功能，因

此他們認為完成儀式型行為將對於自己有所助益，形成一種安慰劑效果（placebo 

effect）（Sax et al., 2010）。然而，近年的相關研究並不支持此假設。Brooks 等

人（2016）在參與者完成數學測驗後，進一步詢問儀式型行為組的參與者對於儀

式型行為效果的主觀判斷，以九點量表（1 為儀式型行為有損我的表現，9 為儀

式型行為有助於我的表現）進行測量。在 40 位參與者的回答中，其平均得分為

5.03，僅有兩位填答 5 分以上。也就是說，大部分的人並不認為儀式型行為對於

自身表現有所影響，即安慰劑效果的假設並未受到支持。 

最後一種解釋是行為者可能經由過去的經驗，將儀式型行為與正向結果透過

了制約（conditioning）產生了錯誤的連結，形成了對於從事儀式型行為的迷信

（superstition），進而感知自身狀態的提升，儘管行為本身不具有任何效果。但

這個假設也不受到支持，理由是目前的研究典範顯示就算是一個全新、參與者不

曾經驗過的儀式型行為，也具有提升表現的效果，因此曾有過制約連結這種解釋

也並不成立（Brooks et al., 2016; Norton & Gino, 2014; Tian et al., 2018）。 

綜觀目前對於儀式型行為心理機制的研究，仍有許多待釐清之處。首先，

目前尚未有研究針對注意力假設進行檢驗，僅滯留於推論的階段。再者，對於

感知控制感作為儀式型行為之心理機制的假設近年來也受到挑戰，該研究發現

相較於被敘述成沒有意義的動作，被敘述成儀式型行為組別的參與者在數學測

驗的表現上雖然顯著較好，但感知控制感並無顯著較高（Brooks et al., 2016）。

最後，過去針對心理機制的探討並無用全盤的視野進行討論，而多是透過自評

量表針對單一的變項進行測量，這樣的測量方式可能使我們對其心理機制產生

誤解，因為儀式型行為的心理機制或許無法用單一的面向如注意力或感知控制

感來解釋。我們認為儀式型行為或許使得行為者進入一種特定的心理狀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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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及感知控制感僅為其中一部分，而這種特定的心理狀態可以稱之為蓄勢

待發（readiness）的心理狀態。換言之，我們認為個體對儀式型行為的體現化

認知，會使個體處於一種蓄勢待發狀態，在此心理狀態下的個體，不僅注意力

集中，控制感強，也會覺得自己處於一種「準備好了」的狀態。 

本研究將驗證此心理狀態的存在，並與過去單一的心理機制進行比較，試圖

檢驗儀式型行為的心理機制無法透過單一的機制解釋，而需以具整體性的心理狀

態進行理解與討論。在進行研究目的更細部的討論前，我們將於下一節針對認知

體現化的研究進行文獻的探討，並提出儀式型行為與認知體現化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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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認知體現化 

一、認知體現化的理論基礎 

受到 1950 年認知革命影響，心理學從過去將心智（mind）視為無法研究的

黑盒子轉變成以訊息處理的角度，將大腦視為一種如電腦軟體般、會進行推理

與計算的心智核心（Neisser, 2014）。在這個基礎上，人的肌肉僅扮演著如同鍵

盤或螢幕般、不參與心智運作的輸出或輸入工具。然而近期的研究發現臉部表

情、身體的動作、感官狀態、或其對應的心理表徵對於訊息處理是具有影響的

（Körner, Topolinski, & Strack, 2015）；簡言之，認知體現化的理論認為個體的

認知並非獨立於感知運動的處理歷程，相反地，是深受其影響的（Haggard, 

Rossetti, & Kawato, 2008）：認知體現化理論強調個體的身體動作或知覺不僅影

響個體與其處在環境的互動經驗，同時也會影響到個體處理抽象概念的歷程

（Barsalou, 2008）。例如當個體觸碰到冰塊而知覺到冰冷時，在與外在環境互

動方面他可能會將手迅速的抽離以防凍傷，但同時冰冷的觸覺可能提高了個體

的孤獨感（feeling of loneliness）（Bargh & Shalev, 2012）。 

身體知覺之所以能影響個體對於抽象概念的處理歷程是基於我們腦中的種

種抽象概念並非憑空捏造出來，而是透過與外在環境互動形塑而成。當抽象概念

形成後，過去我們如何學習與形塑此概念的各種經驗並不會消失，反而會與此概

念具有高度的連結。例如我們是如何學習到「權力」這個概念？在生活經驗中，

我們常看到有老師站在講台上教課、或總統在台上發表演說等，因此「高、上」

等位置的知覺便與權力產生強烈的連結；基於此連結，當個體知覺到「高、上」

等視覺刺激時，便可能會同時觸發權力的抽象概念，進而影響對於權力概念的處

理歷程。相關研究也證實這個假設：研究者發現當把權力的字詞顯示於電腦螢幕

上方，相較顯示於底部，參與者會作出更快速的判斷（Schuber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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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對於一個抽象概念的形塑並非來自單一知覺，而是透過多元管道學習而

來；除了感官知覺，個體也能從自身肢體的動作影響對於抽象概念的處理。例如

同樣是針對權力概念的研究，Schubert （2004）要求參與者玩剪刀石頭布的遊戲，

藉此引發他們作出握拳的動作。該研究發現當參與者維持握拳的動作時，在判斷

有關權力的字詞時會更加快速。這是基於我們在生活經驗中，權力常伴隨著「力

量」，當個體握拳時，其身體知覺會反饋給大腦，傳達身體具有力量的訊息，進

而觸發了權力的概念。 

認知體現化除了能說明知覺與動作可能會影響抽象概念的處理，對於知覺動

作影響態度也具有解釋力。Briñol 與 Petty（2003）假借測試耳機的名義要求參與

者在聽一段說服訊息時作出點頭或搖頭的動作。他們發現當參與者在聽一段高說

服力的訊息時，相較於搖頭，作出點頭動作的參與者會認為訊息更具有說服力。

研究者認為肢體動作除了可以引發相關的抽象概念，也可能引起個體對自己想法

的肯定或拒絕。他們認為自身的動作如同他人的動作：若他人看到個體並搖頭時，

其傳遞了拒絕、不認同個體的訊息；相同地，同樣訊息也可以由自身的身體動作

發出：當個體聽到一段訊息並同時搖頭時，其傳達了不認同此訊息的資訊，進而

削減了該訊息的說服力。 

體現化效果（embodiment effect）不僅見在於態度與抽象概念，更可能影響

我們的行為。在基督教的文化中，受洗（baptism）象徵洗淨一個人過去的罪惡，

因此經過受洗的儀式就代表此人過去所做的惡都被洗淨，獲得重生而成為一位基

督徒（Jonanda, 2009）。淨化行為與道德的連結，雖然常見於宗教文化的脈絡，

但近年的研究發現此種連結具有跨文化的特性。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除了用「乾

淨」一詞來描述物體的外表外，也常用來形容人的道德程度，例如說「這個人的

背景很乾淨」來表示此人並無道德上的瑕疵。因此，淨化行為似乎並不只與實體

的潔淨有關，也與道德有密切關聯。近年的研究發現當參與者的道德被威脅時，

他們能透過洗手來恢復對自身的道德感，進而影響他們之後從事利社會行為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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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Tang et al., 2017）；另一個研究發現淨化動作並不只關乎於道德，甚至具有

將個人過去的狀態「洗淨」，具有「心理區隔」（psychological separation）效果

（Lee & Schwarz, 2016）。研究者先透過字詞重組的測驗藉由觸發（priming）的

方式提高參與者對於健康目標的可取得性（goal accessibility），接著假借另一個

研究的名義要求參與者使用或查看抗菌濕紙巾，也就是淨化行為的操弄，在研究

結束後實驗者給予參與者選擇健康麥片或巧克力棒的機會，藉此測量參與者的目

標可取得性。研究發現從事淨化行為的組別，相較於僅查看濕紙巾組，更傾向選

擇巧克力棒。研究者認為透過淨化行為生成的心理區隔效果，參與者過去受到觸

發而形成的高健康目標可取得性被隔絕，弱化了追求健康的傾向，因此他們更願

意選擇不健康的食物。 

淨化行為的效果之所以能從道德層面推進至更大範圍的心理區隔效果，是由

於體現化的效果是具脈絡化的（contextual），也就是行為者會受到情境影響而對

行為有不同的解讀（Maiese, 2011）。當研究者的研究問題、研究設計與研究依變

項都奠基於道德概念時，參與者的淨化行為效果自然只會展現於道德層面，使得

研究者錯誤地認為淨化行為僅與道德有關；相對的，若研究者透過更大的視野建

構研究問題，如淨化行為的影響並不只限定於道德概念而是心理區隔，研究者所

使用的研究設計也有所不同，進而將測量到更宏觀的體現化效果。本研究根據相

同的研究脈絡，認為過去探討儀式型行為心理機制的相關研究可能受限縮於注意

力或感知控制感，因此這些研究的中介測量都侷限於單一的心理機制，可能忽略

了更宏觀、整體的心理機制，即本研究將要驗證的透過對於儀式型行為的認知體

現化所產生的蓄勢待發心理狀態。在進行研究目的申論之前，我們先回顧過去與

儀式型行為的體現化相關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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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儀式型行為的體現認知化－蓄勢待發 

儀式型行為與認知體現化應是關係密切的，因為儀式型行為就是由一連串動

作所組成。然而過去極少研究透過認知體現化的角度對儀式型行為進行研究；若

有，也僅限於質性上或針對儀式型行為中單一動作進行討論。針對足球場上紐西

蘭隊在比賽前跳的戰舞研究，有些學者認為由於此種舞蹈多是伸展四肢、向前的、

移動快速的動作，因此可能引發接近性動機的狀態（approach-motivated state），

進而提升在球員在球場上的表現（Hobson et al., 2018），然而該假設目前並無任

何研究數據支持。在單一儀式型動作的研究方面，Zhang, Risen, and Hosey（2014）

針對儀式型行為中象徵「驅逐厄運」的動作進行探討。他們發現不同文化對於碰

到厄運後的儀式行為都有著共通點：一種向外推、遠離自己的動作，例如敲木頭、

灑鹽等等。因此，他們的研究要求參與者在進行挑戰命運（tempting fate，類似華

人文化中鐵齒的態度）的回答後，進行敲桌子或丟球的行為，即象徵將負面事件

遠離自己的動作，發現比起從下方向上敲桌子或將球握在手中，作出這些遠離自

己行為的參與者在評估厄運發生的機率時會顯著較低。作者認為就算該行為並不

帶有儀式色彩（丟球），在負向情境下當個體無意識的作出遠離自我的動作時，

也能形成一種體現化的避凶效果。 

雖然該研究發現儀式型行為中特定遠離自我的動作便可對行為者造成風險

評估上的影響，支持了儀式型行為中的動作確實能透過認知體現化的路徑幫助行

為者，但該研究仍無法回答儀式型行為整體而言是否具有體現化效果。此外，過

去在運動場域的質性研究顯示就算儀式行為中沒有包含上述遠離自我的步驟或

任何正念的行為，對於運動表現仍具有提升的作用，雖然這些研究缺乏嚴謹的實

驗室控制（Crews & Boutcher, 1986a）。這可能代表並非儀式型行為內容的單一

動作具有體現化的效果，而必須以儀式型行為整體看待之。彙整過去針對儀式型

行為的研究發現只要符合儀式型行為的定義：重複且死板、缺乏工具性的價值，

無論儀式行為是否採用遠離自我的動作，對於後續目標表現都有提升的效果。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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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僅是最基本儀式型行為定義：重複死板且缺乏工具性價值的行為，就足以

產生體現化認知效果。在本研究中，我們則認為此種體現化效果就是使得行為者

進入一種「蓄勢待發」（readiness）的心理狀態。 

在日常生活中，無論學業、事業或運動的情境中，我們常面臨到各種挑

戰。以學業而言，學生面臨的挑戰便是考試。學生如何面對與克服這個高壓的

作業？其中一個方式是重複性的練習與考試相關的習題與內容；在運動比賽場

合中，重複練習更是無庸贅述的勝利法則。重複練習是個體在面臨挑戰或不熟

悉的作業時常用的因應技巧，在精熟技巧上更是不可或缺的過程（Ericsson, 

2016）。根據認知體現化的假設，我們在生活經驗中透過自身重複的行為無形

中形塑了「預備」這個抽象概念；換句話說，由於預備這個抽象概念常伴隨著

重複的行為，因此當個體進行重複的動作時，其身體知覺會反饋給大腦，個體

就會出現「蓄勢待發」的體現化認知。 

 我們認為蓄勢待發的主觀感受可以反映過去文獻中所提及的注意力與感知

控制感，當個體對於後續作業或挑戰感到預備好時，除了對於該作業更感到專

注外，同時也應會對該作業感到更有控制感。因此我們進一步認為蓄勢待發的

感受應是一個整體的狀態，涵蓋了高度注意力與高度感知控制感，而這個狀態

應是整體、無法分割的，因此無法僅用先前提及的任何一個單純的心理機制作

解釋。這或許也可解釋為何過去研究對於感知控制感是否能中介有著不一致的

結果，因為之前研究者僅以感知控制感這個較為單純的面向進行心理機制的探

討，因此只偵測到了「蓄勢待發」狀態的一部份，而並未全面性的捕捉到完整

的心理狀態。基於這個假設，我們在本研究中除了測量參與者的注意力與感知

控制感外，也進一步測量他們對於後續作業的蓄勢待發感受，並比較三者作為

儀式型行為提升後續作業之心理機制的適合程度，以驗證我們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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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有關儀式型行為的研究設計 

雖然目前已有許多實徵研究透過實驗法的方式來檢驗儀式型行為對於行為

者的影響，以及該行為造成影響背後的心理機制，但仔細梳理各個研究設計的

實驗，我們發現每位研究者在實驗室中所設計的儀式型行為差異極大，而這樣

的差異可能導致研究結果解讀上的偏誤；除此之外，在實驗設計中每位研究者

所選用的控制組也不盡相同，因此組間的差異雖然可能來自儀式型行為操弄，

但也可能是由於控制組設計的不同所導致。對此，我們在此小節針對目前相關

文獻的實驗設計進行簡略說明，並根據研究設計中的缺陷提出可能的改進方

式。 

一、儀式型行為的設計 

研究者在不同的研究中所使用儀式型行為操弄不同，例如有的研究請參與

者畫出自己當下的感受後在紙上灑鹽，接著撕掉該紙張並丟入垃圾桶（Brooks 

et al., 2016, Study 1 & 2; Norton & Gino, 2014）。本研究認為此種操弄方式有其

缺陷之處：一方面是由於該操弄並不符合本研究對於儀式型行為之定義，即並

無重複進行動作，另一方面是過去研究已指出當參與者對測驗具有高度焦慮感

時，他們僅須透過書寫的方式抒發焦慮情緒，便能達到提升數學成績之效果

（Kacewicz et al., 2006; Ramirez & Beilock, 2011），這是由於透過書寫抒發對於

測驗的焦慮能夠減緩參與者對於可能產生之負向結果的反芻，減少了反芻對於

認知資源的影響，進而提升測驗表現。因此，利用將當下情緒畫在紙上當成儀

式型行為之操弄是無法區分提升數學表現原因是基於參與者知覺自己做出了一

套儀式型行為，還是僅是該行為中的一個步驟所造成的，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們

不採用這樣的操弄方式。 

另一種操作儀式型行為的方式是請參與者重複進行一組由研究者自行安排

之動作組，使參與者主觀解讀自己做了一套儀式型行為。在較為早期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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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會告知參與者動作步驟是一組儀式行為，並要求他們照著該步驟做出動作

（Brooks et al., 2016, Study 3 & 4; Hobson et al., 2017）。然而該操作受到其他研

究者的批評（Tian et al., 2018），他們認為直接告知參與者做出一組儀式行為可

能引發參與者的需求特性（demand characteristics），因而造成對結果的影響。 

為了避免引發需求特性，後續 Tian 等人（2018）在其研究操弄中則避免直

接提及儀式型行為，而僅是告知參與者接下來需進行一連串的動作。雖然這樣的

操弄方式可能會使參與者主觀上並不認為所做出的動作是一套儀式型行為，但在

他們的研究中發現當參與者做出一套具有順序、重複且意義不明確的動作時，參

與者會傾向將這組動作解讀成一種儀式型行為，並在反應在操弄檢核上。因此，

在本研究中我們將採用 Tian 等人（2018）對於儀式型行為之操弄方式，即避免

告知參與者所做的動作是一套儀式型行為。 

由於過去的研究皆是直接告知參與者做出一組儀式行為，因此除了 Tian 等

人（2018）的研究外，其餘的相關研究並無進行任何操弄檢核，也就是雖然研

究者宣稱他們所設計的動作符合儀式型行為的定義，但由於他們同時告知了參

與者之後的動作為一個儀式型行為，因此我們無法得知真實參與者對於該行為

的解讀。針對此問題，除了避免告知參與者動作是一個儀式型行為外，本研究

沿用 Tian 等人（2018）的操弄檢核題項以確認本研究的行為設計確實符合過去

對於儀式型行為的定義。 

二、控制組的設計 

除了設計儀式型行為操弄上的差異，在設計研究控制組上，不同研究者也由

於不同的研究問題，分別採用不同的控制組，例如要求參與者在動作清單中隨機

選擇幾個進行 （Tian et al., 2018）、主動抑制情緒（Brooks et al., 2016）等，前

者可能無意中提供了參與者選擇的權力，進而提升該組別的感知控制感（Inesi, 

Botti, Dubois, Rucker, & Galinsky, 2011）；主動抑制情緒的控制組設計則可能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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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矛盾反彈歷程（ironic process theory; Wegner & Schneider, 2003），反而提升了

該組的焦慮情緒，進而造成該組在目標表現上較差，因此我們認為這兩種控制組

設計並無法真實凸顯儀式型行為的效果，為較不良的設計。 

過去在儀式型行為實徵研究中最常見的控制組有兩種。第一種為「無作為」

的控制組，即參與者在操弄的階段不做任何的行為，僅等待與儀式型行為組花費

相同之時間（Brooks et al., 2016, Study 3 & 4; Tian et al., 2018, Study 2 & 3）。另

一種為「隨機行為」的控制組，即參與者在操弄階段將會做出與儀式型行為相同

數量之動作步驟，且該步驟不具有重複性與固定性（Hobson et al., 2017; Tian et 

al., 2018, Study 3 & 4）。 

綜觀過去的文獻，我們認為相較於單純請參與者等待，設計一套與儀式行

為對應的動作應為較理想之控制組，原因在於本研究之目的是要檢驗儀式型行

為，亦即一套具有重複性與固定性的動作，是否會引發他們的認知體現化歷

程，因此控制組應也需要求參與者有所行動，但該行為是一套不具重複性與固

定性的動作，藉此檢驗確實是該套動作的特性：重複性與固定性，引發了行為

者的認知體現化歷程，而達到對於後續作業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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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假設 

 過去對於儀式型行為能提升行為者的表現是受到研究支持的，無論是在運動

場域（Crews & Boutcher, 1986a; Gould et al., 1992）、數學或歌唱表現（Brooks et 

al., 2016)、甚至是選擇健康食物或利社會行為（Tian et al., 2018）等。然而過去

對於儀式型行為的實徵研究在實驗設計上具有一些缺陷，造成了研究結果上的不

一致（Brooks et al., 2016），我們認為可能的問題之一就是控制組的設計並不一

致。由於本研究主要目標為驗證從事儀式型行為的參與者會引發認知體現化的歷

程，使參與者進入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進而提升目標作業的表現，因此我們認

為從事不重複、不固定之「隨機行為」應為較理想的控制組操弄。但因為過去文

獻並無檢驗從事隨機行為是否提升了我們感興趣的中介變項，即注意力與感知控

制感，因此為了確保從事隨機行為本身並不會造成後續心理狀況的變化，本研究

先透過前測來檢驗從事「隨機行為」的控制組在中介變項上的得分。 

在正式研究部份，我們則是針對儀式型行為為何能提升行為者表現的可能中

介機制進行探討。感知控制感與高度注意力是過去研究發現的儀式型行為提升表

現的可能中介變項，然而這些研究皆是透過單一心理機制的角度進行運作原因的

探討，鮮少有透過認知體現化的視角、全面地對於儀式型行為的心理機制進行檢

驗。本研究認為當個體進行儀式型行為後，將會對儀式型行為產生認知體現化的

效果，使個體會進入一個「蓄勢待發」（readiness）的心理狀態。如同過去針對

淨化行為具心理區隔的研究結果（Lee & Schwarz, 2016），我們認為此狀態應是

整體、無法分割的，因此無法僅用任何一個單純的心理機制作解釋。 

如同運動員比賽前的暖身運動能使身體適應後續高強度的動作，我們認為儀

式型行為則會讓個體進入心理上的預備狀態，使其在面臨接下來高壓力情境時，

能以一種「我已經準備好面對接下來的挑戰」的心理狀態來因應。在該「蓄勢待

發」狀態下，行為者不僅主觀上對於目標作業的感知控制感較高，同時具有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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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注力，整體都處於一種預備好的狀態，最終使得個體在目標作業的表現更好。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二，第一為檢驗過去文獻中所使用的「隨機行為」

控制組在操弄上是否會對我們感興趣的注意力與感知控制感這兩個指標造成影

響，以避免在正式研究的實驗設計上造成偏誤；第二為透過較為宏觀的角度，驗

證個體是否是透過「蓄勢待發」這個儀式型行為的認知體現化效果，進而提升了

目標作業表現，換言之，本研究認為儀式型行為的體現化整體效果「蓄勢待發」

為其提升效果的主要中介機制。 

本研究進行了前測與正式實驗。在前測中，我們測量從事「隨機行為」的控

制組在注意力與感知控制感這兩個可能中介變項之得分，目的在於確認該組的操

弄不會影響我們感興趣的中介變項測量；同時在前測中我們也加入「對於目標作

業感到蓄勢待發」的主觀評量，初步檢驗從事非儀式型行為之個體，即做出較為

日常、不具重複性、且被描述為隨機安排之動作後，是否也可能對於目標作業感

到蓄勢待發。 

在正式研究中我們沿用並修改了 Brooks 等人（2016）的實驗典範。由於我們

認為 Tian 等人（2018）所設計的儀式型行為更貼近該行為的定義，因此我們選

擇該動作組並稍微修改後作為本研究之操弄。本研究除了加入我們在前測所選取

的控制組外，另外加入了兩個組別：高度注意力組與感知控制組，以驗證從事儀

式型行為並非僅提升注意力或感知控制感，而是使行為者進入蓄勢待發的心理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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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前測 

前測的目的是要檢驗過去文獻中所使用的控制組在其所引發的心理機制是

否有所差異，並選擇合適的控制組作為後續正式研究的對照組，以避免正式研究

在統計分析與解釋中介機制上出現偏誤。過去文獻常使用的控制組有兩種：第一

種為什麼都不用做並等待一段時間之控制組，第二種則是做出一組特定但非重複

動作之「隨機行為組」。 

根據我們對於儀式型行為引發體現化認知效果的推論，動作的重複性及固定

性是引發認知體現化歷程的重要因素。為了凸顯這兩種特性，我們選擇了一套不

具重複與不固定之「隨機行為」作為本研究之控制組。然而，雖然透過參與者做

出不重複且不固定的行為作業，能對比做出了儀式型行為這種特定動作後產生的

效果，但由於過去的研究並未深入探究注意力與感知控制感是否為中介變項，因

此也並未檢驗從事隨機行為控制組在這兩個變項上的反應，例如相較於沒有任何

作為的控制組，該組的隨機動作是否可能無意間提升了注意力或感知控制感，進

而影響研究者對參與者在後續表現的解讀。因此，我們透過前測，針對從事隨機

行為之控制組在各個我們感興趣的中介變項上是否具有影響進行了解，以確保正

式研究的結果不會出現解讀上的誤差。 

 

第一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前測採用便利取樣的方式招募了 52 位參與者，其中男性 22 位，女性 30 位，

平均年齡為 19.8 歲。皆為非心理學系之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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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設與設計 

 本研究為單因子設計。參與者將隨機分配至隨機動作組或等待組。基於本研

究的研究目的，我們提出相對應之研究假設。 

假設一：「隨機行為組」無論在注意力、感知控制感或蓄勢待發感受的得分

「等待組」應無太大差異。 

 在研究設計中，隨機行為組中的動作組會被描述成一組由電腦程式隨機安排

的動作，且該動作多為日常生活的動作例如按鍵盤上的按鍵或伸懶腰等皆為簡單

之動作，並不足以提升參與者的注意力，因此我們認為該組的注意力得分應與無

任何作為之等待組無顯著差異。另一方面，由於參與者僅能依照動作指導語的順

序作出動作，因此應不會提升該組參與者的感知控制感；最後，根據 Tian 等人

（2018）的研究，隨機行為組所呈現的動作組應不符合儀式型行為的定義，即無

重複性、無固定性、無意義、並不會使人覺得像儀式行為，因此應不會提升該組

參與者蓄勢待發的感受。因此提出假設一。 

假設二：「隨機行為組」在數學測驗答對的題目上應與「等待組」無差異。 

由於我們認為被分派至隨機行為組的參與者並不會受操弄影響而提升我們

所關心的中介變項，因此應也不會提升後續的數學測驗表現。因此提出假設二。 

若上述兩個假設皆成立，則可以推論隨機行為組中所要求的作業並不會提

升參與者的注意力、感知控制感與蓄勢待發的感受，且不會影響後續的數學測驗

表現，即完全符合我們挑選正式研究之控制組的標準，更確保了隨機行為組作為

正式研究控制組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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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的部份我們參考 Brooks 等人（2016）對於儀式型行為在數學表現

提升之研究典範，並對其中不足之處進行修改。實驗流程步驟圖如下： 

 

圖 2-1 前測之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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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閱讀並簽屬參與者同意書後會進入研究間。本研究皆以電腦進行施測。

參與者坐好後，實驗者將閱讀一段指導語。該指導語會告知參與者接下來會進行

兩個部份的研究：「動作分析」與「數學能力測驗」。本研究以動作分析包裝儀

式型行為的操弄是為了降低參與者對於研究目的猜疑，同時提高參與者做動作之

確實程度。 

接著我們修改了 Brooks 等人（2016）的研究流程。待參與者了解研究大綱

後，會進入數學能力測驗講解的環節。在 Brooks 等人（2016）的研究中這個部

分原本是在參與者進行完儀式型行為才進行，但我們認為若依照過去的流程，我

們無法得知參與者是否學會該測驗的規則，而使測量數學表現上造成偏差。同時

我們考慮到若於參與者進行完動作操弄後實驗者中途進入研究間進行數學測驗

規則的講解，可能造成動作之效果的中斷、打斷了動作效果的延續。因此，我們

將數學能力講解的部分移至研究的最開頭，如此便能確保參與者了解測驗規則，

同時也避免參與者在研究中途時受到打擾。 

 參與者首先會閱讀運算的規則，接著會有三題練習題。實驗者會根據這三題

判斷參與者是否了解運算規則，並給予適時的解說與幫助。待參與者學會運算規

則後，實驗者會告知他們要記得這個運算規則，之後會有一個數學測驗的階段。 

被分配到隨機行為組的參與者會看到進入動作分析階段的電腦畫面，即動作

操弄的階段。實驗者確認參與者了解動作流程後便會離開研究小間。參與者完成

動作後會填寫中介機制的主觀評量問卷。 

 分配到等待組的參與者被告知之後會有一個數學測驗後，實驗者會離開研究

小間。這時電腦會顯示「電腦程式正在安排測驗中，請稍後」的畫面，該畫面會

停留一分半鐘，接著會請參與者填答中介機制的主觀評量問卷。 

 填答完問卷後，參與者會閱讀研究第二部分的指導語，即數學能力測驗。指

導語會告知參與者在正式測驗的階段每道題目只有五秒鐘能進行作答，若沒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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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電腦會自動跳至下一題，每題回答後並不會告知參與者是否回答正確。參與者

若準備就緒，按空白鍵後便會進行正式測驗的 30 題，這 30 題會以隨機的方式呈

現。電腦程式會記錄每題的正確與否，作為該參與者在數學能力上的表現。 

參與者完成此測驗後，電腦會依序出現三個問題：「我覺得剛剛的測驗相當

困難」為七點量表；「我以前作過類似的測驗」為是非題；「我以前學過珠心算」

為是非題。以上三題作為本前測之控制變項。待參與者填答完後，會接著填寫參

與者的基本資料，最後由實驗者進行研究釋疑。 

四、研究材料 

 前測所使用的研究材料包含測量控制變項的自尊量表、操弄隨機行為之指

導語、中介變項測量量表、以及目標作業表現的指標：數學測驗。 

（一） 控制變項 

自尊量表 

 本研究採用 Rosenberg（1965）的中文版本量表（孫蒨如、林慧慈 & 洪嘉

欣， 2017）。此量表共有 10 題，題項例如：「我認為自己是個有價值的人，至

少與別人不相上下」。原量表為 4 點量表，但為了與本研究其他量表之評分一致，

本研究改為 7 點量表，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7 分代表非常同意，分數越高代表

其自尊越高。詳閱附錄 1。 

（二） 不同情境之操弄 

隨機行為組之操弄 

分配到隨機行為組的參與者會閱讀的指導語為： 

下一頁會呈現一個行為作業。電腦程式會隨機幫你安排動作，請你從五個

動作組中選取一個，並照著動作步驟作出動作。電腦的攝影機會記錄您的

動作。這個部分沒有限時，你只要依照平常的速度完成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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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高參與者進行動作的忠實程度，指導語告知參與者電腦螢幕上方的攝

影機會拍攝參與者的動作以利後續的分析，但實際上該攝影機並未開機。 

接著電腦會呈現一個寫著「程式正在隨機安排動作中，請稍後」的畫面約五

秒鐘。出現此畫面是為了使參與者更相信之後呈現的動作步驟皆是隨機出現的動

作。 

該畫面結束後，電腦會出現五個依序寫著動作組一至動作組五的按鈕畫面，

這時實驗者會請參與者透過滑鼠隨機選取一個。雖然參與者可以從五個按鈕中選

取一個動作組，但實際上無論參與者選擇哪個按鈕，最後呈現的動作組皆是同一

套動作。出現此畫面同樣是為了使參與者相信之後所呈現的動作步驟皆是電腦隨

機安排的。 

接著螢幕便會出現動作的步驟。此部分之所以設計三組動作是為了呼應正式

研究中我們所使用的儀式行為組操弄共包含了八個動作步驟，並要求參與者重複

做三次，因此在隨機行為組中我們安排了三組截然不同的動作，使參與者做完動

作後認為動作缺乏重複性。簡言之，兩組參與者皆做了 24 個動作步驟以控制參

與者在這個階段的費力程度與花費時間。隨機行為組的動作內容如下： 

第一組動作 

⚫ 翹腳坐著 

⚫ 左手放在胸前 

⚫ 扭左腳踝一次 

⚫ 閉氣三秒 

⚫ 環顧四周 

⚫ 眼睛直視滑鼠三秒 

⚫ 左手食指點桌子三下 

⚫ 右手臂向右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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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動作 

⚫ 呼吸一次 

⚫ 雙腳踏地兩下 

⚫ 眨眨眼 

⚫ 伸懶腰 

⚫ 右手上在桌上 

⚫ 點點頭 

⚫ 左手摸鼻子一下 

⚫ 觸碰一下螢幕邊框 

第三組動作 

⚫ 右手握滑鼠滑三圈 

⚫ 緊閉眼睛一下 

⚫ 身體靠在椅背上 

⚫ 右腳踏地一次 

⚫ 清一清喉嚨 

⚫ 左手觸碰椅背一下 

⚫ 眼睛直視空白鍵三秒 

⚫ 右手食指按 S鍵兩下 

 

等待組之操弄 

 分配到隨機行為組的參與者會閱讀的指導語為： 

下一頁會進入正式的數學測驗階段。在進入測驗階段之前，電腦需花費一

些時間安排測驗，請按鍵盤空白鍵後等待一段時間。 

參與者按下空白鍵後，電腦會呈現一個寫著「程式正在安排測驗中，請稍後」

的畫面約一分半鐘。出現此畫面是為了使參與者花費與隨機行為組作業同等的時

間。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641

 
 

26 
 

（三） 中介變項測量 

在中介機制問卷中，我們根據過去研究發現（Brooks et al., 2016; Hobson et 

al., 2018; Norton & Gino, 2014; Van Dillen & Koole, 2007）的中介機制自編了四個

題項，皆為 7 點量表，1 為非常不同意，7 為非常同意。 

注意力的測量 

針對注意力的測量，我們編寫了一個題項：「我現在覺得相當分心」，為一

個反向題。 

感知控制感的測量 

測量感知控制感的部分，我們也透過一個題項：「我覺得我可以做我接下來

決定要做的事情」，進行測量。 

蓄勢待發的測量 

為了初步檢驗參與者是否感知對於目標作業感到蓄勢待發，我們設計了兩個

題項對該心理狀態進行測量：「我覺得我對接下來的作業做好了準備」、「我準

備好要面對挑戰了」，並以兩題得分之平均作為蓄勢待發感受的指標，詳閱附錄

3。 

（四）目標作業表現測量 

 數學測驗的部分我們參考 Brooks （2014）的題型，並在難易度上做了調整。

參與者將學習新的數學符號，並理解其運算規則。他們看到的題型如：42 ≣ 24 

⊙ 9。這個算式代表 42 需先減掉 24，所得的數值為 18，接著參與者要判斷該數

值是否能被⊙之後的數字整除，若可以，參與者則需要按鍵盤上的 A 鍵進行反

應；若無法整除，則須按 L 鍵。以例題而言，由於 18 可以被 9 整除，因此參與

者需要按 A 鍵才算正確。根據過去的研究，此種題型具有難易度的差別。簡單的

題目意旨在減法運算過程中是不需進行借位，同時在除法運算過程中也無法依賴

直覺性的規則，例如若以 2 進行除法參與者可以直接判斷減法所得的數值之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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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是否為偶數以判斷能否整除，又或者以 5 進行除法他們僅需判斷數值之尾數是

否為 5 或 0 即可（Mattarella-Micke, Mateo, Kozak, Foster, & Beilock, 2011）。 

 在前測之前我們有先收集數位台灣大學生在題型難易度上的回答狀況，發現

若需在測驗分數上具有較大的變異性，就算僅有五秒的作答時間，仍須採用較難

的題型才具有鑑別度。因此，在測驗中我們共編製了 30 題，其中 5 題為簡單題、

25 題為困難題；之所以在其中加入簡單題是預防參與者在測驗過程中太過挫折

而放棄作答，同時我們也可以利用這些簡單題偵測參與者是否亂作答或誤解規則

的狀況。測驗一開始會先隨機呈現簡單題 5 題，之後便隨機呈現困難題 25 題。

我們也發現有些參與者會遺忘整除與鍵盤按鍵之對應關係，因此我們也分別在鍵

盤上的 A 與 L 鍵上貼上「Yes」和「No」的貼紙。本研究將以正式測驗答對的題

數作為目標作業表現之指標。 

（五） 其他控制變項測量 

顧慮台灣學生過去可能具有學習珠心算之背景，進行數學測驗時可能採取採

取其他計算策略而造成測驗過於簡單，在測驗完後參與者會回答三個問題以進行

研究的控制，包含「我覺得剛剛的測驗相當困難」（1 為非常不同意，7 為非常

同意）、「我以前做過類似的測驗」（1 為非常不同意，2 為非常同意）、「我

以前學過心算」（1 為非常不同意，2 為非常同意）。 

（六） 基本資料 

包含參與者的年齡、性別、以及系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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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結果 

一、 中介變項測量 

我們認為被分派至隨機行為組的參與者雖然被要求照著指導語做出相對應

之動作，但由於該作業皆為日常生活中常出現之動作且動作十分簡單，應不至於

會提升參與者之注意力，因此相較於什麼都不從事之等待組，在注意力程度上應

無顯著差異；另一方面，由於隨機行為組參與者僅能依照動作指示的順序作出動

作，並無任何可以安排動作或選擇做出動作與否的權利，因此該操弄應不會提升

參與者的感知控制感，即該組在感知控制感的得分上應與等待組無異。最後，隨

機行為組所做出的動作並無重複性與固定性，並不會造成參與者蓄勢待發的感受，

因此在該變項的得分上也應與等待組無異。為檢驗上述的假設，我們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兩組在各項中介變項的得分上是否具有顯著差異，結果如表 2-1 所示。 

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我們發現在注意力得分上，隨機行為組（M = 5.81，

SD = 1.17）並無顯著高於等待組（M = 5.35，SD = 0.94），t（50）= 1.57，p > .05。

在感知控制感得分上，隨機行為組（M = 4.85，SD = 1.41）並無顯著高於等待組

（M = 4.69，SD = 1.26），t（50）= 0.42，p > .05。在蓄勢待發得分上，隨機行

為組（M = 4.65，SD = 1.38）並無顯著高於等待組（M = 4.62，SD = 1.02），t（50）

= 0.11，p > .05。針對三個中介變項的分析結果發現兩組皆無顯著差異，支持研

究假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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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數學表現 

由於我們認為隨機行為組的操弄並不會造成後續心理狀況的變化，因此在數

學測驗階段中，該組別與等待組的心理狀態應相似，使得兩組參與者在數學測驗

的答對題數上應不具顯著差異。為檢驗上述的假設，我們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

兩組在數學測驗答對題數上是否具有顯著差異，結果如表 2-2 所示。 

 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我們發現在數學測驗答對題數上，隨機行為組（M = 

16.55，SD = 5.25）並無顯著高於等待組（M = 17.69，SD = 5.38），t（50）= -0.77，

p > .05，結果支持了研究假設二。 

 

表 2-2 

不同組別在數學測驗答對題數之比較，獨立樣本 t 檢定 

 平均值（標準差） 

df t 值 p 
 

隨機行為組  

（N = 26） 

等待組 

（N = 26）   

答對題數 16.55（5.25） 17.69（5.38） 50 -0.77 0.44 

 

表 2-1 

不同組別在各中介變項上得分之比較，獨立樣本 t 檢定 
 平均值（標準差） 

df t 值 p 
 

隨機行為組  

（N = 26） 

等待組 

（N = 26）   

注意力 5.81（1.17） 5.35（0.94） 50 1.57 0.12 

感知控制感 4.85（1.41） 4.69（1.26） 50 0.42 0.68 

蓄勢待發題項一 4.62（1.30） 4.69（1.18） 50 -0.22 0.83 

蓄勢待發題項二 4.85（1.08） 4.73（1.08） 50 0.32 0.75 

   蓄勢待發兩題項平均 4.65（1.38） 4.62（1.02） 50 0.11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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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前測小結 

過去研究者透過實驗法進行儀式型行為的相關研究，但仍有許多不足之處。

首先，雖然研究者認為注意力可能為儀式型行為提升後續作業表現的重要因素，

但仍無研究在實驗中針對注意力進行測量。再者，過去研究設計中所使用的控制

組不盡相同，也並未針對不同控制組可能造成的不同影響進行全面性的檢測，因

此我們無法得知各控制組在操弄後是否在心理狀態與目標表現上會出現差異。為

了彌補上述缺失，我們透過前測檢驗從事隨機行為的參與者，在各中介變項上的

得分和最後作業表現上是否與沒有從事任何行為（即等待組）的參與者有任何明

顯差異。研究結果符合我們的預期：隨機行為組與等待組在各個中介變項上並無

顯著差異，且兩組在數學測驗的答對題數上亦無顯著差異。根據此結果，我們選

擇隨機行為組作為正式研究中的控制組。我們預期透過對比於隨機行為組的隨機

安排、不具重複性的日常生活動作，正式研究中儀式型行為組的參與者所做出重

複與固定的一組行為動作，應會引發他們的認知體現化歷程，使其感受到「蓄勢

待發」的心理狀態，而這結果應會反映在中介變項上的得分，藉由此差異，也能

使得我們在解讀後續中介分析的結果時更具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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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式研究 

正式研究的目的在於檢驗儀式型行為效果的心理機制確實為行為者對於該

行為的認知體現化效果，並使他們進入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本研究認為蓄勢

待發的心理狀態應為一個更宏觀、且無法分割的狀態，因此無法用任何一個其

包含的心理機制如高度注意力或高感知控制感作解釋。若此推論正確，蓄勢待

發的心理狀態在提升目標作業表現上應明顯優於僅有高度注意力或高度感知控

制感的個體，即該狀態無法透過該兩種主觀知覺進行解釋。因此在本研究中，

我們將比較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與單純僅有高度注意力或高度感知控制感在提

升目標表現上的程度，並對於三者進行中介變項上的統計分析。 

在前測中，我們發現僅要求參與者做出電腦畫面中、被描述成一組「隨機

安排」的動作不會提升注意力、感知控制感與蓄勢待發的感受，因此本研究中

我們選擇隨機行為組作為控制組，並設計另外兩個分別僅提升注意力與提升感

知控制感的組別，用以排除其他對於提升後續作業表現之可能解釋。 

在高度注意力操弄方面，為了與儀式型行為組區隔，我們要求參與者只透

過想像（mental imagery）自己進行了儀式型行為，但並不會真的以肢體進行該

動作。這是因為我們推論僅透過想像、真實缺乏肢體上的行為，此組將不會有

體現化的效果，參與者不會進入蓄勢待發的狀態；同時，過去研究推論只有當

參與者「真實」完成了儀式型行為，透過自覺完成嚴謹的行為才會生成感知控

制感（Tian et al., 2018），因此在僅想像而未真實進行動作的操弄下，參與者應

不會產生感知控制感，而僅會產生想像作業所需要的高度專注力。此外，為了

呈現高度專注力仍可能提升作業表現的狀況，我們也比較此組與隨機動作組在

數學表現上的差異以彰顯高度注意力對於數學表現造成之影響。 

然而，過去有學者認為透過想像可能會引發和真正動作一樣的神經迴路，間

接造成了認知體現化的效果，此假設稱為功能等價假說（functional equiva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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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thesis）（Finke, 1979）。然而本研究基於以下的理由仍認為僅透過想像應無

法形成體現化的效果。首先，雖然有研究支持功能等價假說，然而目前並無直接

的證據證實想像所引發的神經迴路其功能與真實動作之功能相同，例如研究發現

雖然想像時神經迴路會被激發，但其激發的程度比真實動作時來的低，激發的迴

路也不盡相同（Gallivan & Culham, 2015）；此外，認知體現化的假設奠基於身

體肌肉的反饋，當我們不斷重複的做出相同動作時，肌肉會將此訊息回送至大腦

中，因此缺乏真實肢體動作時應不會形成相同的認知體現化效果；最後，僅想像

與真實動作的個體對於是否真實「完成」儀式型行為的主觀知覺上應具有差異。

儀式型行為是一套固定、不可變動的動作，因此行為者真實地完成該行為時，應

會有一種完成事件的「成就感」，而這是僅透過想像無法感受的。 

另外，在高度感知控制感操弄方面，過去研究發現當提高個體的知覺權力

（perceived power）時，也會同時提升他們的感知控制感（Inesi et al., 2011）。

提高個體知覺權力的一種方式是感知自己具有能力影響他人（Farmer & Aguinis, 

2005）。雖然過去的研究多以情境式腳本設計來提升參與者的知覺權力，例如

讓參與者想像自己是面試官（Goodwin et al., 2000; Moon & Chen, 2014），但為

了避免透過腳本的操弄會與正式研究中其他組別操弄差異過大，我們藉由佯稱

讓參與者為下一位參與者安排所需進行的動作組順序，並告知他們所安排的動

作順序會給予下一位參與者並要求真正地做出這些動作，藉此提升影響他人的

程度。這樣的操弄方式除了凸顯參與者對比於其他參與者具有免於受他人影響

的特權（高權力的特徵之一）外，也因為參與者具有影響其他參與者行為的機

會，其操弄隱含了參與者權力位置是高於其他參與者的，藉此引發他們的感知

控制感。由於此組別的參與者並沒有實際從事相關動作，在安排動作順序的作

業中應也不致提升注意力，因此這種操弄方式應不會使參與者進入蓄勢待發的

心理狀態或具有高度注意力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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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透過比較儀式型行為組與想像組和感知控制組在數學表現上的差

異，以及進行中介機制的分析，我們便能驗證認知體現化確實為儀式型行為效

果之中介機制，同時排除高度注意力或高感知控制感對於提升數學表現的解

釋。 

第一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正式研究一採用便利取樣的方式招募 120 位參與者，扣除數學測驗反應時間

極端值（即反應時間超過兩個標準差）6 位、數學測驗皆回答相同答案者 1 人、

中介變項皆回答 1 者 2 人，最後共計 111 人納入統計分析。其中比例男性 30 人，

女性 81 人，平均年齡 19.4 歲，年齡標準差為 1.85。皆為非心理系之學生。 

二、研究假設與設計 

本研究將沿用前測的研究流程，選擇隨機行為組作為控制組，並加入新的

三個組別：想像組，以比較高度注意力與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在數學表現上的

提升程度；加入感知控制組以比較高感知控制感與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在數學

表現上的提升程度；以及最重要的實驗組 – 儀式行為組，以檢驗儀式型行為對

於參與者在目標表現上的影響，以及形成該影響背後的心理機制。因此，本研

究為完全受試者間的單因子設計。參與者被隨機分派至以下四種情境：儀式型

行為組、隨機行為組、想像組、或感知控制組。 

除了加入新的三個組別，我們加入了四題操弄檢核題項與一題測量操弄作

業困難程度之題項，以確保儀式型行為組之實驗操作符合過去研究者對於該行

為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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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本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五個對應的研究假設。首先，我們先檢驗在華

人文化下是否能重複過去西方的研究結果，即從事儀式型行為能提升目標作業的

表現。接著，我們透過設計不同實驗組別與詢問參與者對於各個中介變項的主觀

感受，以檢驗儀式型行為提升作業表現之心理機制為何。本研究認為蓄勢待發的

心理狀態才是主要的中介機制，而該狀態是有別於單純的高度注意力或高度感知

控制感。因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一：從事儀式型行為的個體，相較於單純只被引發高度注意力或高度感

知控制感，或甚至兩者都沒有被引發之隨機行為組，其提升作業表現程度應最高。 

我們認為從事儀式型行為能使參與者進入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而該狀態包

含了高度注意力與高度感知控制感，因此對於後續作業表現的提升程度應比僅有

高度注意力或高度感知控制感之參與者來的多；同時，從事儀式型行為的參與者

應比什麼都沒被引發的參與者(即隨機行為組）在後續作業表現上來的更好。 

假設二：想像組在注意力程度上與儀式型行為組相同，而此兩組的注意力程

度會高於感知控制組與隨機行為組。 

由於想像組被要求僅透過想像的方式進行儀式型行為，根據過去文獻的推論

該組的參與者應會投入與儀式型行為組參與者相當程度之注意力。感知控制組與

隨機行為組的操弄應不會提升注意力，因此此兩組的注意力應較想像組與儀式型

行為組低。 

假設三：感知控制組在感知控制感程度上與儀式型行為組相同，而此兩組的

感知控制感程度會高於想像組與隨機行為組。 

根據過去文獻（Inesi et al., 2011），透過給予感知控制組之參與者影響他人

之權力應能提升他們的感知控制感，因此我們認為該組感知控制感之程度應與儀

式型行為組相當。想像組與隨機行為組應沒有其他影響他人的機會，因此我們預

期此兩組之感知控制感會較感知控制組與儀式型行為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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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四：從事儀式型行為的參與者，相較於沒有從事儀式型行為的其他組別，

在蓄勢待發的感受程度上應較高。 

我們認為僅有透過從事儀式型行為能產生認知體現化的效果，使得行為者進

入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因此從事儀式型行為的組別在蓄勢待發的知覺程度上應

較其他未從事該行為之其他三組高。 

假設五：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應為儀式型行為造成提升數學表現的中介變項。 

過去文獻雖然認為注意力或感知控制感為儀式型行為造成提升目標表現的

中介變項，但本研究認為過去研究缺乏用更宏觀的角度來檢視儀式型行為的中介

機制。儀式型行為本來就是一種身體肢體的表現，我們認為行為者會透過重複且

固定的肢體動作使他們進入一種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而這個心理狀態更為完整

複雜，注意力及感知控制感僅為其中一部分。換言之，我們認為個體對儀式型行

為的體現化認知，會使個體處於一種蓄勢待發狀態，在此心理狀態下的個體，不

僅注意力集中、控制感強，也會覺得自己處於一種對於後續測驗「準備好了」的

狀態。因此透過中介分析，我們認為蓄勢待發的主觀感受會在儀式型行為造成目

標作業提升中產生中介的效果。  

 

三、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與前測相似，即參與者會先學習新的數學符號及其運算規則，接

著會進入實驗操弄的階段。參與者被隨機分派至不同的實驗情境中：隨機行為

組的操弄方式與前測相同；被分配到儀式行為組的參與者會被告知接下來會看

一組動作，等等需要請參與者依序照著螢幕上的動作，重複做出該組動作三

次。被分配至想像組的參與者一樣會被告知接下來會看一組動作，不同之處在

於此組參與者會被告知僅能透過想像、不能作出肢體動作的方式完成動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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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想像完成該組動作三次。分配到感知控制組的參與者則會被告知接下來會

請他們幫下一位實驗參與者安排動作的順序，且安排好的順序真的會拿給下一

位參與者作出該動作。實驗者確認參與者了解指導語後便會離開研究間。參與

者經過研究操弄階段後，會填寫儀式型行為的操弄檢核與中介變項問卷。最後

參與者會進行數學測驗，該測驗的指導語、流程、與題項皆與前測相同。待參

與者完成數學測驗後，同樣會填寫三題作為控制變項的題項以及基本資料，最

後由實驗者將進行實驗的釋疑。實驗流程步驟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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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正式研究之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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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材料 

（一） 儀式型行為之操弄 

儀式型行為組之操弄 

本研究指導語參考 Brooks 等人（2016）與 Tian 等人（2018）研究中的指導語，

但為了配合電腦施測的方式稍作修改。分配到儀式型行為組的參與者所看到的指

導語為： 

下一頁會呈現一組動作，等一下請你依序並確實地完成這組動作三次，電

腦的攝影機會記錄您的動作。這個部分沒有限時，你只要依照平常的速度

完成就可以了。 

接著參與者會在下一個畫面看見動作組中八個步驟，以及再次提醒參與者需

要重複做該動作組三次。動作的步驟如下： 

⚫ 坐正 

⚫ 雙手放在大腿上 

⚫ 右腳踏地兩下 

⚫ 深呼吸兩次 

⚫ 點頭一下 

⚫ 閉上眼睛並默數 10 秒（每秒一個數字），張開眼睛 

⚫ 左手食指點桌子三下 

⚫ 雙手合十於胸前 

隨機行為組之操弄 

 隨機行為組的操弄指導語與前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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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組之操弄 

 被分配至想像組的參與者看到的指導語如下： 

下一頁會呈現一個行為作業，等一下請你依序並確實地透過想像做出這組

動作三次。請不要做出任何動作，電腦的攝影機會記錄你的動作以防你做

出動作。這個部分沒有限時，你只要依照平常的速度完成就可以了。 

這組所想像的動作內容與順序與儀式型行為組相同。 

感知控制組組之操弄 

 被分派至感知控制組的參與者看到的指導語如下： 

 下一頁會呈現一個行為作業，在這個作業中你將扮演一個為他人安排動作順

序的腳色，並為下一位研究的參與者安排動作。下一位參與者將根據你所安

排的順序做出該動作。電腦的攝影機會記錄你安排的過程。這個部分沒有限

時，你只要依照平常的速度完成就可以了。 

 接著參與者會在畫面的左半部看到與儀式型行為組一樣八個動作，畫面的

右半部則有八個方框，方框內會寫著數字，代表著動作的順序。實驗者這時會告

知參與者他們需透過滑鼠將左邊的動作依照自己的順序喜好以拖曳的方式拉至

右邊的方框內，待八個動作都拖曳至右邊的方框內，即可點選畫面右下角「安排

完成」的按鈕。 

（二） 操弄檢核 

操弄檢核的題項我們參照了 Tian 等人（2018）的研究，詢問參與者對剛剛

所做的動作之感受，共四題且皆為七點量表，分別為「我覺得動作具有重複性」、

「我覺得動作很固定」、「我覺得動作是具有意義的」、「我覺得動作很像一種

儀式行為」（1 為非常不同意，7 為非常同意）。然而，由於想像組並沒有做出

動作，因此我們在該組的操弄檢核題項前加上了「請針對剛剛你所想像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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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內容…」，以避免參與者對問題感到困惑；同時，為了避免感知控制組的參與

者誤把問題中的「動作」理解成他們在安排動作時所做出的動作，而非他們所安

排的動作，在四個題項之前，我們加上了「請針對剛剛你所安排的動作組內容…」

這段補述來避免誤解。 

此外，由於想像組與感知控制組的作業內容與其他兩組有較大的差別，為

了測量四組的困難程度是否相同，我們會另外詢問「我覺得剛剛的作業做起來

很困難」（1為非常不同意，7為非常同意）作為研究的控制變項。詳閱附錄 2。 

（三） 中介變項測量 

中介變項的測量題項與前測相同。 

（四） 目標作業表現測量 

目標作業表現的測量一樣以數學測驗答對題數進行測量，其作答方式與題

目皆與前測相同。 

（五） 其他控制變項測量 

其他控制變項題項與前測相同。 

（六） 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題項與前測相同。 

 

第二節 研究結果 

一、 操弄檢核 

由於我們最關心的是儀式型行為組之操弄是否成功，因此我們採用了 t 檢

定，比較了儀式型行為組與隨機行為組在各項檢核題項上的差異。兩組的檢核

題項上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詳見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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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結果發現，相較於隨機行為組，儀式型行為組的參與者確實更認為動

作具有重複性（M 儀式行為組 = 4.88；M 隨機行為組 = 3.54），t（52）= 2.85，d = .77，p 

< .01；更認為動作具有固定性（M 儀式行為組 = 4.73；M 隨機行為組 = 3.07），t（52）= 

4.27，d = 1.23，p < .001；更認為動作像是一種儀式行為（M 儀式行為組 = 5.20；M 隨

機行為組 = 3.79），t（52）= 3.15，d = .88，p < .01。在動作的困難程度上，兩組也

並無顯著差異（M 儀式行為組 = 1.35；M 隨機行為組 = 1.39），t（52）= -0.27，d = - .06，

p > .05。這四個結果符合過去文獻的結果。 

然而在知覺動作是否具有意義上，兩組有並未出現顯著差異（M 儀式行為組 

=3.62；M 隨機行為組 = 3.07），t（52）= 1.39，d = .38，p > .05，並不符合過去文獻

對於儀式型行為的定義，這部份我們將於討論段落進行深究。綜觀上述分析，檢

定結果除了意義感外，大致符合我們的預期，即儀式行為組的操弄是成功的。 

 

表 3-1 

儀式型行為組與隨機行為組在各操弄檢核題項上之比較，t 檢定 

 平均值（標準差） 

df t 值 d p 
 

儀式型行為組 

（N = 26） 

隨機行為組 

（N = 28）   

重複性 4.88 (1.81) 3.54 (1.66) 52 2.85 0.77 0.005 

固定性 4.73 (1.46) 3.00 (1.52) 52 4.27 1.23 0.000 

像儀式行為 5.20 (1.54) 3.79 (1.64) 52 3.15 0.88 0.000 

困難程度 1.35 (.62) 1.39 (.63) 52 -0.27 -0.06 0.23 

具有意義 3.62 (1.65) 3.07 (1.22) 52 1.39 0.38 0.51 

 

除此之外，因為知覺困難程度可能會影響到後續的數學表現，我們也針對

各組所知覺的作業困難程度是否有差異進行變異數分析（ANOVA），四組在知

覺困難程度得分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詳見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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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發現在知覺困難程度得分上，四組具有顯著差異，F（3, 107）= 5.10，

p < .005，ƞp
2 = .13。透過事後比較發現儀式型行為組（M 儀式行為組 = 1.35，SD = .62）

與隨機行為組（M 隨機行為組= 1.39，SD = .63）之得分皆顯著低於想像組（M 想像組 = 

2.39，SD = 1.52），而感知控制組（M 感知控制組 = 1.97，SD = 1.48）則與其他三組

無顯著差異。雖然四組之困難程度在七點量表上皆偏低，代表四組的參與者並

不認為操弄作業是困難的，但為了防止困難程度的差異影響後續之分析，我們

在後續分析中仍將困難程度做為控制變項。  

 

 

 

 

 

二、 相關分析 

進行中介變項分析與依變項分析之前，我們先透過線性相關針對變項間之

關係進行探索，變項間的線性相關詳見表 3-3。 

表 3-2 

四組在困難程度上之比較，事後比較 

 
儀式行為組 

（N = 26） 

隨機行為組 

（N = 28） 

想像組 

（N = 28） 

感知控制組 

（N = 29）   

困難程度 1.35 
a

 (.62) 1.39
 a

 (.63) 2.39 
b

 (1.52) 1.97 
ab

 (1.48) 

註：a、b 字母代表事後檢定中組間具有顯著差異 

 

表 3-3 

中介變項與數學測驗答對題數之兩兩相關表 

  1 2 3 4 5 6 

1. 注意力        

2. 感知控制感 .372**      

3. 蓄勢待發題項 1 .345** .531**     

4. 蓄勢待發題項 2 .343** .529** .505**    

5. 蓄勢待發(平均) .371** .578** .756** .787**   

6. 答對題數 .113 .095 .284** .173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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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顯示，注意力與其他兩中介變項具有低度之顯著正相關，r 

= .372 與 r = .371，p < .01，但與依變項，即數學測驗之答對題數，並無顯著相

關 r = .113， p > .05。感知控制感與蓄勢待發之平均分數具有中度相關，r 

= .578， p < .01，但與數學測驗之答對題數，並無顯著相關 r = .095， p 

> .05。過去研究認為注意力與感知控制感應與數學測驗表現具有正相關，然而

本研究之數據與過去研究並不相符，此部分將會在接下來中介變項分析與依變

項分析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在蓄勢待發感受方面，蓄勢待發題項一與數學測驗答對題數有顯著且正向

關聯，r = .284，p < .01，但蓄勢待發題項二與數學測驗答對題數具無顯著相

關，r = .173，p > .05。由於該兩題項與數學測驗答對題數間相關性並不一致，

且兩個題項之間也僅有中度正相關，r = .505，p < .01，我們進一步探究兩個題

項的區別。蓄勢待發題項一的題目是「我覺得我對接下來的作業做好了準

備」，而題項二則是「我準備好要面對挑戰了」。比較後我們發現題項二的概

念較偏向詢問參與者是否「全面性」的對各種挑戰做好了準備，而題項一的概

念則偏向詢問他們是否「針對當下」情境，意即對之後的數學測驗有了蓄勢待

發的感受。這樣的差別反映出了兩個題項間態度特殊性（attitude specificity）

的不一致。態度特殊性指的是相較於涵蓋範圍廣泛的題項，具有特定、針對性

的題項更能預測相關的行為。根據這個題項設計上的特性，由於「我覺得我對

接下來的作業做好了準備」該題敘述對於後續的數學測驗更具有指向性，因此

更能預測數學測驗之表現，而這樣的特性確實也反映在相關性的結果中。 

題項態度特殊性同時也反映了行為者是針對情境中的「後續作業」感到蓄

勢待發，並非全面、整體性地對「未來」做好了準備，因此相較之下，題項一

更為貼近認知體現化的機制，即做出行為後行為者「當下」對於後續作業感到

蓄勢待發，因此我們認為題項一確實為較好的測量題目，因此在後續的中介機

制檢驗中我們將選擇蓄勢待發題項一作為蓄勢待發感受之主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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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依變項分析：數學表現 

在數學表現方面，我們控制了作業之困難程度，進行共變數分析。四組的

數學測驗答對題數平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3-4。分析結果顯示四組在數學測驗答

對題數上具有顯著差異，F（3, 106）= 3.40，p > .05，ƞp
2 = .09。事後比較檢定

發現儀式型行為組（M 儀式行為組 = 21.62，SD = 5.32）在答對題數上顯著高於隨

機行為組（M 隨機行為組 = 17.21，SD = 4.86）、想像組（M 想像組 = 18.21，SD = 

5.29）、與感知控制組（M 感知控制組 = 18.17，SD = 5.59），而後三組之間並無顯

著差異，顯示從事儀式型行為確實提升了數學表現，符合本研究假設一。 

註：a、b 字母代表事後檢定中組間具有顯著差異 

 

四、 中介變項分析 

我們透過共變數分析（ANCOVA），將參與者對於各組操弄作業所知覺到

的困難程度控制後進行分析。各組在不同中介題項之平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3-5。 

分析結果發現在注意力題項上，四組並無顯著差異，F（3, 106）= .990，p 

> .05，ƞp
2 = .03，並不支持本研究假設二。代表我們無法透過要求參與者真實從

事或僅用想像的方式完成儀式型動作更提高他們的注意力。不支持假設二的原

因我們將於討論部分做進一步的討論。 

表 3-4 

不同組別在數學答對題數之比較 

 平均值（標準差） 

 
儀式行為組 

（N = 26） 

隨機行為組 

（N = 28） 

想像組 

（N = 28） 

感知控制組 

（N = 29）   

答對題數 21.62
a

 (5.32) 17.21
b

 (4.86) 18.21
b

 (5.29) 18.17
b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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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控制感方面，分析結果顯示四組具有顯著差異，F（3, 106）= 4.69，p 

< .005，ƞp
2 = .12。透過事後比較發現儀式型行為組（M 儀式行為組 = 5.62，SD = 1.35）

與感知控制組（M 感知控制組 = 5.62，SD = 1.18）之得分皆顯著高於隨機行為組（M

隨機行為組 = 4.75，SD = 1.35）與想像組（M 想像組 = 4.79，SD = 1.50），且儀式型行

為組與感知控制組之間並無顯著差異，支持本研究假設三，代表從事儀式型行

為確實如同過去文獻所顯示，是能夠提高參與者之感知控制感；同時，我們所設

計的感知控制組之操弄確實也成功提升該組參與者之感知控制感。 

在蓄勢待發感受方面，分析結果顯示四組在蓄勢待發題項一得分上具有顯

著差異，F（3, 106）= 4.50，p < .005，ƞp
2 = .11。事後比較檢定發現儀式型行為

組（M 儀式行為組 = 5.54，SD = 0.99）之得分皆顯著高於隨機行為組（M 隨機行為組 = 

4.46，SD = 0.98）、想像組（M 想像組 = 4.86，SD = 1.08）與感知控制組（M 感知控

制組 = 4.97，SD = 1.24），且後三組之間並無顯著差異，支持了假設四。 

註：a、b、c 字母代表事後檢定中組間具有顯著差異 

表 3-5 

不同組別在各中介變項題項上之比較 

 平均值（標準差） 

 
儀式行為組 

（N = 26） 

隨機行為組 

（N = 28） 

想像組 

（N = 28） 

感知控制組 

（N = 29）   

注意力 5.77 (1.17) 5.43 (1.03) 5.50 (1.04) 5.62 (1.27) 

感知控制感 5.62 
a

 (1.10) 4.75 
b

 (1.35) 4.79 
b

 (1.50) 5.62 
a

 (1.18) 

蓄勢待發題項一 5.54 
a

 (0.99) 4.46 
b

 (0.98) 4.86 
b

 (1.08) 4.97 
b

 (1.24) 

蓄勢待發題項二 5.15 
a

 (1.32) 4.57 
ab

 (1.50) 4.39 
b

 (1.47) 5.34 
ac

 (1.26) 

蓄勢待發(平均) 5.42
a

 (0.90) 4.55
b

 (1.26) 4.61
b

 (1.17) 5.00
ab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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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介機制分析 

綜觀上述研究結果，我們發現從事儀式型行為確實能提升數學表現，且儀

式型行為組也能提升蓄勢待發感受與感知控制感，因此我們認為能夠以該兩者

作為中介變項進一步進行中介機制的分析。 

我們使用 SPSS 外掛套件 PROCESS（4.0 版本）（Hayes, 2013）進行 5000

次重複抽樣的 bootstrapping 中介分析。首先，在迴歸分析中我們以是否從事儀

式型行為（X；0 = 隨機行為組，1 = 儀式型行為組）預測數學測驗答對題數

（Y），並以蓄勢待發題項一作為中介變項（M），同時將參與者對於操弄之

知覺困難程度作為控制變項。分析結果如圖 3-1 所示，是否從事儀式型行為

（X）可以顯著且正向地預測答對題數（Y），b = 4.39，p < .005；以是否從事

儀式型行為（X）預測蓄勢待發題項一（M）時，也同樣具有顯著且正向的預

測力，b = 1.07，p < .001。以蓄勢待發題項一（M）預測答對題數（Y）時，也

發現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力，b = 1.02，p < .05，且當同時以是否從事儀式型行

為（X）對答對題數（Y）進行預測時，發現有無從事儀式型行為仍然具有顯

著的正向預測力，b = 3.31，p < .05。Bootstrapping 的結果則顯示是否從事儀式

型行為對於答對題數（Y）有顯著的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 = 3.31，95%BC 信

賴區間[.33, 6.29] ），而蓄勢待發題項一也有顯著的中介效果（indirect effect = 

1.09，95%BC 信賴區間[.03, 2.62] ）。中介分析結果顯示蓄勢待發題項一具有

中介儀式型行為對數學表現的影響，且由於蓄勢待發題項一存在時，是否從事

儀式型行為（X）仍然對答對題數（Y）具有預測力，應為一個部分中介之關

係。結果支持假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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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蓄勢待發(題項一)的中介效果 

 

我們使用同樣的分析方式，並將感知控制感作為中介變項（M），進行從

事儀式型行為與否（X）預測數學測驗答對題數（Y）的中介分析。分析結果

如圖 3-2 所示，是否從事儀式型行為（X）可以顯著且正向地預測答對題數

（Y），b = 4.39，p < .005；以是否從事儀式型行為(X)預測感知控制感（M）

時，也同樣具有顯著且正向的預測力，b = .86，p < .05。然而以感知控制感

（M）預測答對題數（Y）時，並無發現顯著的預測力，b = .48，p = .23，且當

同時以是否從事儀式型行為（X）對答對題數（Y）進行預測時，發現是否從

事儀式型行為仍然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力，b = 3.98，p < .01。Bootstrapping 的

結果則顯示是否從事儀式型行為對於答對題數（Y）有顯著的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 = 3.98，95%BC 信賴區間[1.04, 6.92] ），但感知控制感沒有顯著的中介

  

蓄勢待發題項一 

(我覺得我對接下來的作業做好了準備) 

儀式型行為 (X) 答對題數 (Y) 
3.31* (4.39**) 

1.07**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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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indirect effect = .41，95%BC 信賴區間[-.25, 1.46] ）。因此，中介分析

結果顯示感知控制感並無中介儀式型行為對數學表現的影響。 

圖 3-2：感知控制感的中介效果 

 

最後，雖然我們於相關分析段落已提及相較於蓄勢待發題項一，蓄勢待發

題項二並非一個適合測量蓄勢待發之題目，但為了再次檢驗題項一確實為較合

適的測量題項，我們同樣使用了中介分析，將蓄勢待發題項二作為中介變項

（M），進行從事儀式型行為與否（X）預測數學測驗答對題數（Y）的中介分

析。分析結果如圖 3-3所示，是否從事儀式型行為（X）可以顯著且正向地預

測答對題數（Y），b = 4.39，p < .005；然而以是否從事儀式型行為(X)預測

蓄勢待發題項二（M）時，顯示不具有顯著預測力，b = .58，p = .13。同時

以蓄勢待發題項二（M）預測答對題數（Y）時，也並無發現顯著的預測力，b 

= .55，p = .13，且當同時以是否從事儀式型行為（X）對答對題數（Y）進行

預測時，發現是否從事儀式型行為仍然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力，b = 4.08，p 

< .01。Bootstrapping的結果顯示是否從事儀式型行為對於答對題數（Y）有

顯著的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 = 4.08，95%BC信賴區間[1.22, 6.94] ），

但蓄勢待發題項二沒有顯著的中介效果（indirect effect = .32，95%BC信賴

  

感知控制感 (M) 

儀式型行為 (X) 答對題數 (Y) 
3.98** (4.39**) 

.86*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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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間[-.14, 1.14] ）。因此，中介分析結果顯示蓄勢待發題項二並無中介儀

式型行為對數學表現的影響，再次驗證蓄勢待發題項一為更適合之測量題項。 

 

圖 3-3：蓄勢待發（題項二）的中介效果 

 

 

 

 

 

 

 

 

 

 

 

 

 

 

  

蓄勢待發題項二 

(我準備好要面對挑戰了) 

儀式型行為 (X) 答對題數 (Y) 
4.08** (4.39**) 

.58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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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補充分析 

除了檢驗儀式型行為提升目標表現背後的心理機制外，我們也對蓄勢待發

心理狀態的內涵感到興趣。本研究認為蓄勢待發應為更高層次的心理狀態，而

該狀態包含了注意力與感知控制感。因此，我們透過階層迴歸與中介分析的方

式將多個中介變項同時進行分析，以檢驗蓄勢待發與感知控制感、注意力之關

係。由於我們認為感知控制感與注意力為蓄勢待發心理狀態的一部份，因此我

們預期若同時將感知控制感與蓄勢待發作為預測變項，對數學表現進行預測，

蓄勢待發的預測力 (即β值）將比僅有蓄勢待發作為預測變項時來的低，進而

影響該預測力之顯著性；我們也預期同時將注意力與蓄勢待發作為預測變項應

產生如上述之結果。 

進行階層迴歸分析時，我們以數學測驗答對題數作為效標變項，並於第一

步驟放入對於操弄知覺之困難程度作為控制變項，同時加入了是否從事儀式型

行為作為預測變項。在第二步驟中，我們則加入了蓄勢待發作為另一個預測變

項。在第三步驟中，我們則分別加入感知控制感與注意力以檢驗該兩變項與蓄

勢待發之間的關係。 

在感知控制感作為另一個預測變項之分析結果如表 3-6。我們發現在第二

步驟時蓄勢待發具有顯著預測力（β = .22，p < .05）。在第三步驟中，感知控

制感不具顯著預測力（β = .03，p > .05），但加入後卻微弱地降低了蓄勢待發

的預測力，使蓄勢待發的預測力變為僅具邊緣顯著（β = .21，p = .057）。同

時，比較步驟二與步驟三的 R2時顯示兩步驟間的 R2變化量並無達顯著差異，p 

> .05，代表步驟三中加入感知控制感作為預測變項時並無法增加對於數學表現

的預測力。綜合上述結果顯示，由於加入感知控制感後弱化了蓄勢待發對於數

學表現的預測力，但對於整體數學表現的預測力並無顯著變化，代表感知控制

感應為蓄勢待發感受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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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N＝111  *：p < .05   **：p < .01 

 

注意力作為另一個預測變項之分析結果如表 3-7。在第三步驟中，注意力

不具顯著預測力（β = -.08，p > .05），同樣微弱地削減了蓄勢待發的預測力，

從顯著變為僅具邊緣顯著（β = .19，p = .055）。比較步驟二與步驟三之間的 R2

時顯示兩步驟間的 R2變化量同樣不具顯著差異，p > .05，代表步驟三中加入注

意力作為預測變項時並無法增加對於數學表現的預測力。綜合上述結果顯示，

由於加入注意力後弱化了蓄勢待發對於數學表現的預測力，但對於整體數學表

現的預測力並無顯著變化，代表如同加入感知控制感的結果一樣，注意力應為

蓄勢待發感受的一部份。 

 

表 3-6 

以是否從事儀式型行為、蓄勢待發及感知控制感對數學測驗答對題數進行多元迴

歸  

步驟/預測變項 
  

β R2 ΔR2 
  

Step 1    .09** .09** 

操弄之知覺困難程度 .01    

從事儀式型行為  .29**    

            

Step 2     .13
**
 .044

*
 

操弄之知覺困難程度 .02    

從事儀式型行為  .23*    

蓄勢待發題項一  .22*    

            

Step 3    .13** .001 

操弄之知覺困難程度 .02    

從事儀式型行為  .23*    

蓄勢待發題項一  .21+    

感知控制感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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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N＝111  *：p < .05   **：p < .01 

 

另一方面，我們透過中介分析，同時以蓄勢待發與感知控制感作為中介變

項，以蓄勢待發（M）預測答對題數（Y）時，僅發現邊緣顯著的預測力，b 

= .94，p = .07。Bootstrapping 的結果顯示加入感知控制感後，蓄勢待發沒有顯

著的中介效果（indirect effect = 1.01，95%BC 信賴區間[-.22, 2.66] ）。分析結

果顯示當同時加入感知控制感作為中介變項時，蓄勢待發不再具有顯著的中介

效果。 

接著我們透過同樣的分析方式，加入蓄勢待發與注意力作為中介變項，以

蓄勢待發（M）預測答對題數（Y）時，也僅發現邊緣顯著的預測力，b 

= .87，p = .07。Bootstrapping 的結果也顯示加入注意力變項後，蓄勢待發沒有

顯著的中介效果（indirect effect = .97，95%BC 信賴區間[-.14, 2.50] ）。分析

表 3-7 

以是否從事儀式型行為、蓄勢待發及注意力對數學測驗答對題數進行多元迴歸  

步驟/預測變項 
  

β R2 ΔR2 
  

Step 1    .09** .09** 

操弄之知覺困難程度 .01    

從事儀式型行為  .29**    

            

Step 2     .13** .044* 

操弄之知覺困難程度 .02    

從事儀式型行為  .23*    

蓄勢待發題項一  .22*    

            

Step 3    .14** .006 

操弄之知覺困難程度 .05    

從事儀式型行為  .24*    

蓄勢待發題項一  .19+    

注意力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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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當同時加入注意力作為中介變項時，蓄勢待發也不再具有顯著的中介

效果。 

綜合上述兩個分析，我們發現無論加入了感知控制感或注意力與蓄勢待發

感受，在階層迴歸分析中確實弱化了蓄勢待發對於數學表現之預測力。而在中

介分析中，蓄勢待發感受皆不再對儀式型行為造成表現提升具有中介效果，代

表感知控制感與注意力確實為蓄勢待發心理狀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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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小結 

正式研究的目為驗證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為儀式型行為造成數學表現提升

的中介變項。過去文獻對於該影響的中介變項探討多以單一的面向進行測量，

或僅限於文字論述。因此本研究嘗試透過設計操弄另外兩個組別：想像組與感

知控制組，同時測量注意力，感知控制感及蓄勢待發等可能的中介變項，並比

較儀式型行為組、隨機行為組及各組在最後數學表現上的差異，結果顯示儀式

型行為造成數學表現提升之中介機制並非單純的高度注意力或高感知控制感，

而應該是一種涵蓋面更廣的、包含該兩種感受、對於目標作業感到蓄勢待發的

心理狀態。 

在儀式型行為組的操弄檢核中，重複性、固定性、像儀式行為這三個題項

皆顯著高於隨機行為組，雖然在意義程度上兩組並無顯著差異，但我們認為無

顯著差異的意義程度並非代表參與者對於儀式型行為不感到具有意義，而有其

他因素導致意義感在兩組間無顯著差異，這個部份我們將於下一個章節進行討

論；總括而言，操弄檢核大致顯示本實驗儀式型行為的操弄是成功的。在數學

表現上我們發現儀式型行為組的表現顯著高於其他三組，符合本研究之預期。

在中介變項測量上發現感知控制組與儀式型行為組之參與者確實比起想像組與

隨機行為組知覺了較高的感知控制感，而儀式型行為組在蓄勢待發的感受上顯

著高於其他三組。除了注意力的部分，中介變項得分整體而言大致反映出本研

究的組別設計操弄是具有效果的。 

最後，我們透過中介分析發現中介儀式型行為影響數學表現的因素並非單

純注意力或感知控制感，而是對於數學測驗的蓄勢待發感受。此外，我們還發

現這個蓄勢待發的感受應是一種當下、對目標作業具有針對性的感受，而非全

面性的心理感受，與認知體現化的概念相符，因此更支持了從事儀式型行為確

實會產生認知體現化的歷程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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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綜合討論 

以往對於儀式型行為影響後續表現之探討多以單一面向的方式進行測量，

並無研究全面性地討論儀式型行為為何得以提升行為者對於後續作業的表現。

此外，雖然許多學者認為注意力是儀式型行為提升目標作業表現的中介變項之

一，但目前並無研究使用實驗法針對注意力進行測量以驗證該變項在中介機制

中是否扮演重要的腳色。同時，從事儀式型行為本身為一種肢體作業，但目前

並無研究以認知體現化的角度對此一行為進行討論。我們認為在探究儀式型行

為產生的心理機制不應使用單一的面向，而是應透過一種更宏觀、全面的角度

看待之，我們認為從事儀式型行為會產生認知體現化的效果，使行為者進入一

個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而此狀態應多於高度注意力或感知控制感，為一種整

體、無法分割的、且無法僅用任何一個單純的心理機制作解釋的。 

 本研究相較過去相關文獻，採取了更為全面地角度試圖針對儀式型行為提

升後續作業表現背後的心理機制進行深究，除了嘗試透過量表針對注意力、感

知控制感、與蓄勢待發感受進行測量外，也使用了實驗組別設計的方式進行檢

驗；此外，雖然過往相關學者已經對儀式型行為的定義有了初步的共識

（Brooks et al., 2016; Hobson et al., 2018; Norton & Gino, 2014; Tian et al., 

2018），但對於探討儀式型行為的影響及其造成的心理機制之實驗設計，尚為

一個較新穎的領域(Hobson et al., 2018），因此在研究設計上，研究間依然存在

許多的差異與不足之處，例如儀式型行為的操弄方式與其檢核、研究控制組的

選擇等。對此，我們也透過實驗法試圖比較過去較常使用的控制組在各項中介

變項上的差異。根據研究結果，我們將發現整理如下。 

儀式型行為的影響具有跨文化特性 

 雖然本研究聚焦於較為個人、去文化與宗教脈絡的儀式型行為，但由於儀

式的概念是從社會建構出來的，因此就算實徵研究中的儀式型行為是由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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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安排，我們仍然無法排除參與者本身文化或宗教背景對該動作解讀上的影

響，例如我們在操弄檢核中詢問參與者主觀知覺所做的動作是否與他們認知中

的儀式行為相似，又或者認知體現化的歷程本身便是奠基於個體與環境的互動

學習。因此，我們認為儀式型行為並無法完全與行為者的文化背景脫鉤，鑲嵌

於文化中的儀式行為與較具個人性的儀式型行為應當以文化成分多寡上的差異

進行區分，而非透過有無文化的成分進行二元性的切割。在這樣的前提下，我

們便不能盲目地認為過去西方儀式型行為相關文獻皆適用於台灣或其他非西方

的國家，反而需在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下檢驗這些文獻成果的效度。然而，目

前針對儀式型行為對於後續作業表現的影響之文獻參與者皆來自西方社會，因

此在文化上的生態效度仍然備受考驗。本研究彌補了過去研究的缺陷：我們的

參與者皆為台灣大學生，研究結果驗證了儀式型行為提升後續作業表現此一現

象具有跨文化的特性。 

 

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對表現有所助益 

 本研究是首個嘗試描繪與測量蓄勢待發心理狀態的實徵研究。我們將蓄勢

待發視為一個整體、無法分割的、一種使行為者準備好從事接下來作業的心理

狀態，因此我們認為它包含了過往文獻所提及的高度注意力與高感控制感。在

中介機制方面，我們透過兩種方式檢驗過去文獻提及的兩種可能的中介變項：

注意力與感知控制感，以及本研究提出新的中介變項：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

第一種檢驗方式是透過實驗組別上的設計以個別提升可能的中介變項，透過比

較不同組別在後續作業的表現以排除僅用單一注意力或感知控制感的可能解

釋。本研究發現相較於任何狀態都沒有提升的控制組、或僅單一提升注意力或

感知控制感的組別，從事儀式型行為的組別確實在後續表現較好，支持了儀式

型行為提升目標作業的機制並非單一的高度注意力或感知控制感，而存在更高

層次的心理狀態。第二種檢驗方式是透過量表詢問從事完儀式型行為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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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三個可能的中介變項上的主觀感受，並以中介分析的統計方式進行檢驗，

結果發現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是三者中唯一中介該影響的變項，更確定了儀式

型行為造成目標表現的提升是透過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而非單一的高度注意

力或感知控制感。綜合上述，本研究所使用的兩種檢驗方式皆支持了本研究的

假設，即儀式型行為產生認知體現化的效果，使參與者進入蓄勢待發的心理狀

態，對接下來的挑戰或作業感到做好了準備，因此提升了參與者後續作業上的

表現。這個結果是過往研究中所沒有探究的，為本研究在儀式相關文獻中最大

的貢獻。 

 關於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內涵，我們認為蓄勢待發是一個整體而無法分割

的心理狀態，其內涵是包含了高度注意力與高感知控制感的，本研究也提供了

一些數據支持這個假設。首先，從相關分析表 3-3中我們發現蓄勢待發的感受

與注意力和感知控制感具有低至中度的顯著正相關，代表前者與後兩者並非獨

立互斥的。接著，在補充分析中我們發現透過迴歸分析，當同時以注意力和蓄

勢待發感受，或感知控制感與蓄勢待發感受，當作預測變項並對數學表現進行

預測時，蓄勢待發感受對於數學表現的預測力顯著性會被弱化至邊緣顯著，這

代表蓄勢待發心理狀態確實無法進行分割，且其所包含的注意力與感知控制感

皆為蓄勢待發心理狀態相當重要的因素，只要少了其中任何一個，蓄勢待發的

狀態就不存在，進而無法預測數學表現。 

 我們也發現「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應具有當下性、對後續作業具有針對

性、具有脈絡化的特性。在本研究中我們透過兩個題項：「我覺得我對接下來

的作業做好了準備」以及「我準備好要面對挑戰了」進行蓄勢待發感受的測

量，發現只有前者的題項具有中介儀式型行為提升目標作業表現的效果。兩個

題項的差異反映了蓄勢待發的感受並非一種整體、對任何事情都感到預備好的

狀態，而是一種當下、對後續特定的作業做好準備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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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感知控制感不足以提升作業表現 

另一方面，雖然在本研究的主觀測量上從事儀式型行為的參與者確實有較

高的感知控制感，但在中介分析中我們並無發現感知控制感具有中介該關係的

效果；此外，在我們的研究中另一組參與者同樣具有高感知控制感，但在後續

作業的表現上仍與不提高感知控制感的參與者無異；換句話說，儀式型行為能

提高感知控制感，但僅有高感知控制感無法造成表現變好。 

這似乎與過去文獻發現感知控制感確實能夠預測學業表現（Murayama et 

al., 2013）有所矛盾，然而有其他研究指出對於考試是否感到焦慮（Test 

anxiety）具有調節感知控制感與考試表現的關係（Putwain & Aveyard, 2018）。

該研究發現對於考試抱持著低度擔心的學生，高感知控制感能造成較好的測驗

表現，然而對於測驗具有高焦慮感的學生，感知控制感高低便與測驗表現無

關，這反映了感知控制感似乎僅在特定的狀況下才會出現影響力。 

 

注意力程度並非影響表現之關鍵 

本研究是首個嘗試檢驗注意力是否為一中介變項的實驗，但在注意力的操

弄上我們在組間並無發現具有顯著差異，這可能反映出了兩個可能：第一種可

能是參與者在研究中的注意力可能已達到天花板，無法再繼續透過操弄使其增

加。這個推論的依據在於本研究前測中等待組之注意力得分為 5.35（七點量

表，詳見表 2-1），為中間偏高的得分。該組別參與者在操弄階段中並無經歷任

何操弄，僅在研究間進行等待，這顯示或許僅是參與實驗本身就能使參與者達

到相當程度之專注，所以透過其他的實驗操弄也很難再提高他們的注意力。 

第二種可能是本研究的測量方式不夠敏感，無法偵測參與者注意力上的變

化。本研究透過一個題項：「我現在感到相當分心」進行測量，可能容易受到

參與者社會期許的特性影響而不願在此題目上填較低的分數，因此我們建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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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研究除了加入更多題項進行測量外，加入社會期許量表進行測量並加以控

制也可能是需要考量的部分，或者也能透過客觀的注意力測量以避免參與者因

社會期許而填答非真實的答案。 

 

對儀式行為具有意義的認知不同 

本研究另一個與過去西方文獻結果不同的是相較於作出隨機、較為日常生

活動作的參與者，作出儀式型行為的參與者並沒有將這些行為解讀為更有意

義。我們認為與過去文獻不一致的結果可能是基於文化差異，華人相較於美國

人更傾向具有整體性思維（holistic thinking; Nisbett et al., 2001），因此華人參

與者在思考某些行為是否具有意義感時，可能會做更全面、更全方位的思考與

解讀，所以對重複、固定的行為本身較難做出「有意義」的解讀。相較於華

人，西方參與者傾向分析性思維（analytical thinking），因此僅動作固定及不斷

重複，可能就會使他們較專注於動作本身，因而對行為本身賦予較高的意義

感。然而，包含本研究，儀式型行為的相關實徵研究皆是研究者自行編撰一套

儀式型行為，因此華人參與者必定不能理解做出這些動作的意義為何，進而造

成本研究無法發現儀式型行為組與隨機行為組在意義程度達分上具有顯著差

異。 

 雖然從事儀式型行為的參與者並無知覺到高度意義感，但這並非代表儀式

型行為就不會產生影響。我們發現就算參與者在意義感題項上填答較低的分

數，他們依然傾向認為做出的動作像是一種儀式行為，且該動作也提升了他們

後續的作業表現。比對儀式型行為組與隨機行為組的操弄，其實兩組最大的不

同在於儀式型行為的動作步驟具有重複性與固定性。透過進行重複且固定的動

作後，行為者便會對這個動作產生認知體現化的效果，將該動作與一些抽象概

念例如「預備」、「準備好」等進行連結，進而進入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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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們認為比起意義感，動作的重複性與固定性或許是儀式型行為中更為重要

的要素。雖然本研究參與者對於動作並不感到具有意義，但這些對動作本身就

足以讓參與者進入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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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情緒的影響  

我們認為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包含的高注意力與高感知控制感，且該狀態

應具有無法分割的特性，但關於該狀態的其他內涵是本研究無法回答的，僅能

透過過去相關的文獻推論。過去文獻發現儀式型行為除了影響目標表現，另一

個發現是該行為具有調節情緒的功能（Hobson et al., 2018）。過去也有研究發

現當引發參與者的焦慮感時，參與者會不自覺的做出類儀式型行為的動作例如

重複、固定地做出某些動作，以降待自身焦慮的程度（Lang et al., 2015）。 

關於情緒在目標表現上是否具有影響，過去的相關文獻顯示是肯定的，例

如上述所提及當個體處於焦慮的狀態時，在測驗的表現上便會較差（Putwain & 

Aveyard, 2018），這可以歸因於個體一方面要調節自己焦慮的情緒，一方面要

解決眼前的數學難題，這樣分心的狀態對個體在測驗表現上是相當不利的，因

此我們可以合理推論情緒與認知在影響作業表現上可能並非各自獨立，而是一

個複雜的相互影響歷程；由於其複雜性，我們無法將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完全

獨立於情緒之外。我們推論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可能還包含了低激發、偏向中

性的平靜（calm）情緒。根據 Gross 等人（1998）提出的情緒調節模型（model 

of emotion regulation），個體可以針對激發情緒的刺激事件（stimuli）或情緒本

身進行操作、再評估（reappraising）等方式達到情緒調節的結果。 

針對激發情緒的刺激事件進行改變的方式稱為事前情緒調節策略

（antecedent-focused emotional regulation），而針對情緒本身進行再評估則稱為

反應情緒調節策略（response-focused emotional regulation）。前情緒調節策略則

包含了注意投放（attentional deployment），以及改變認知（cognitive change）

的方式，前者指的是透過改變自身注意力的焦點以達到情緒調節，後者則意指

透過對事件本身的解讀或看法進行改變以達到調節的結果。由於我們認為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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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勢待發心理狀態的個體不僅改變了注意力，同時由於產生高度感知控制感，

個體不再將刺激情緒的事件本身視為超出自己能力範圍的難關，而是具有把握

能表現好的挑戰。因此，我們推論蓄勢待發心理狀態下的個體或許能透過注意

投放與改變認知的方式，使情緒調節至平靜的狀態，進而提高了數學表現。 

然而，本研究僅針對注意力與感知控制感等認知因素進行探究，尚未針對

情緒進行相關的測量，因此我們尚無法驗證蓄勢待發狀態中的個體是否出現如

上述的情緒變化。建議未來除了針對認知層面的因子進行測量外，也能針對儀

式型行為造成的情緒進行討論，並進一步探討認知與情緒是如何交互影響作業

表現。 

 

其他可能的中介機制 

雖然本研究發現蓄勢待發感受確實作為儀式型行為提升作業表現的中介變

項，但同時我們發現該中介機制僅有部分中介之效果，代表除了蓄勢待發感

受，仍有其它心理機制尚未被偵測到。我們認為動機也可能是蓄勢待發心理狀

態以外的中介機制。過去有認知體現化的研究顯示當個體做出特定的動作例如

彎腰駝背，相較於擺出挺胸的個體，會感到畏縮或產生較為習得無助的態度

（Riskind, 1984），產生趨近或逃避（approach or avoidance）的動機（Elliot & 

Covington, 2001）。因此，我們認為儀式型行為本身除了引發了參與者對於後

續作業預備好的狀態外，也可能因為儀式型行為中的特定動作引發了行為者不

同的動機，進而影響後續的作業表現。透過研究儀式型行為中的特定動作與動

機的關聯，及該關連對於後續作業表現的影響也是未來研究可以採取並加以探

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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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蓄勢待發心理狀態的其他方式—正念 

 我們認為要達到蓄勢待發的心理狀態，從事儀式型行為不應為唯一的途

徑。正念是指保持不批判、客觀的態度來知覺當下自身的身心狀態與周遭環境

（Kabat-Zinn, 1994），也有學者將其簡化為對個體當下事件和經驗一種接受性

的注意和覺察（Brown et al., 2007）。過去有文獻指出正念的練習除了更能使行

為者更為專注於後續的作業外，對於感知控制感也會有所提升（Aherne et al., 

2011）。此外，透過練習正念，行為者能夠將注意力放置於當下，除了提升注

意力、意識自身的情緒外，也能注意周遭環境的變化，而透過意識這些身心內

外的線索得以提升行為的彈性，進而透過調整自身的行為以因應並提升接下來

在作業上的表現（Gardner & Moore, 2004）。練習正念所產生的影響除了高注

意力與高感知控制感，也具有當下且立即、對於後續作業具有針對性的特徵，

這與本研究所提出蓄勢待發心理狀態的特性不謀而合，因此我們認為透過正念

的練習也可能會使行為者進入對於後續作業的蓄勢待發心理狀態。我們期待未

來能有研究探討正念與蓄勢待發心理狀態之關聯，同時比較正念與儀式型行為

之間的異同之處。 

 

第六章 結語 

「黎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

點」，這兩段句子是《朱子治家格言》的開頭，指出黎明時便要起床清掃庭

院，保持內外整潔；黃昏時便把門窗鎖好，並親自檢查。後人解讀該段文字認

為朱子視每日不輟地進行這些規律瑣事，為修身治家的首要之務。然而，些解

讀或許過於表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可能未曾了解這些行為背後更深刻

的意涵。我們認為這些打掃清潔、規律瑣事其實就是儀式型行為，每日進行這

些行為能使得自己對於接下來的工作做好了準備，使自己處於蓄勢待發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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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進而使得自己能將後續工作做得更好。古人大智慧，朱子家訓以現今研究

發現來解讀，果然自有其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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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 

自尊量表 

請根據你對自己的看法，回答以下問題，請以 1 到 7 分表示你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分

數越少，表示你越不同意，分數越高，表示你越同意。答案沒有絕對的對錯，依照

你個人的看法回答即可。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認為自己是個有價值的人，至少與別人不相上下 1 2 3 4 5 6 7 

2. 我覺得我有許多優點 1 2 3 4 5 6 7 

3. 總的來說，我傾向於認為自己是一個失敗者 1 2 3 4 5 6 7 

4. 我做事可以做得和大多數人一樣好 1 2 3 4 5 6 7 

5. 我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值得自豪的地方 1 2 3 4 5 6 7 

6. 我對自己持有一種肯定的態度 1 2 3 4 5 6 7 

7. 整體而言，我對自己感到滿意 1 2 3 4 5 6 7 

8. 我要是能更看得起自己就好了 1 2 3 4 5 6 7 

9. 有時我的確感到自己很沒用 1 2 3 4 5 6 7 

10. 我有時認為自己一無是處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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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操弄檢核量表 

請根據你對剛剛進行之動作的看法，回答以下問題，請以 1 到 7 分表示你感受的程度，

分數越少，表示你越感受不到，分數越高，表示你越有感受。答案沒有絕對的對錯，

依照你個人的看法回答即可。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覺得動作具有重複性 1 2 3 4 5 6 7 

2. 我覺得動作很固定 1 2 3 4 5 6 7 

3. 我覺得動作做起來很困難 1 2 3 4 5 6 7 

4. 我覺得動作是具有意義的 1 2 3 4 5 6 7 

5. 我覺得動作很像一種儀式行為 1 2 3 4 5 6 7 

 

 

附錄 3 

中介變項量表 

請根據你對目前的感受，回答以下問題，請點選 1 到 7 分表示你感受的程度，分數越

少，表示你越感受不到，分數越高，表示你越有感受。答案沒有絕對的對錯，依照

你個人的看法回答即可。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現在感到有些分心 1 2 3 4 5 6 7 

2. 我覺得我對接下來的作業做好了準備 1 2 3 4 5 6 7 

3. 我覺得我可以做我決定要做的事情 1 2 3 4 5 6 7 

4. 我準備好要面對挑戰了 1 2 3 4 5 6 7 

 

 

 

 

 


